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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日
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①

葛兆光

　 　 摘　 要：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 论文

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 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
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

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
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

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

“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
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

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

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
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如何影响日本、中国以及欧

洲的各自走向，并且型塑了现代日本、中国以及欧洲政治合法性的不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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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同中求异”：寻找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

２０２０ 年春天我在东京，和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日本学士院院士渡边浩教授（わたなべ ひろし，
１９４６—）有几次交谈。 他有一个说法相当有趣，他说，人们都熟悉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两个重要的举

措，一个是“大政归还”（１８６７ 年，又，１８６８ 年“王政复古”，即重新确立天皇权力，强化统一国家的中央

集权），一个是“撤藩置县”（１８７１ 年，１８６９ 年有“版籍奉还”，即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表面上是日本

在追求“近代 ／西方化”，实际上也是日本走向“古代 ／中国化”。 他认为，虽然在目标上是为了实现“近
代 ／西方化”，但在路径上却是把日本传统的帝国体制和社会结构，往古代中国化的方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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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什么是“政治文化”，我的同事，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包刚升博士提示，白鲁恂《政治发展面面观》、海伍德《政治
学》都曾有过讨论，大体上是指对政治的态度、情感、信仰等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影响政治并赋予政治行为以价值
和意义。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在讨论政治文化史的时候，我赞同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出
版事业公司，２００３ 年）“绪论一”中的解释，所谓政治文化，一是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即“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
的风格”，二是兼容“政治和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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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半是比喻，半是玩笑，但我觉得很有深意。①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说法提醒我们三点：第
一，明治以前（至少镰仓、室町和德川时代）的传统日本政治文化和传统中国不一样，所以，走向近代

的日本才要“尊王攘夷”和“撤藩置县”，把原来日本的“天皇与幕府”双重体制和“天皇—幕府—大

名”的重层结构，往传统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和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制上靠；第二，如果这是日本“走
向近（现）代”的制度基础，那么就要追问，为什么日本转向类似传统中国的制度，明治维新后走向了

现代化（当然也走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中国本来就有这种制度，却不能在晚清顺利完成现代

转型？ 第三，如果这说明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在传统政治文化上和中国并不一样，那
么，究竟在什么地方两国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而且是“结构性的”差异？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探讨

的就是这些问题。
关于传统中日之间政治文化的比较，很长时间以来被“一衣带水” “同文同种”这些感觉带到沟

里，也因为所谓“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类概念产生很多误解，总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
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而且认为古代日本文化大半来自中国，甚至日本人种都来自中国，所以，中国

常常习惯于说，“咱们的”东亚文化。 至于说到传统中日政治文化，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的，可能是古代

日本从隋唐中国学去的，如《宪法十七条》建构的“律令制国家”，如“官阶十二等”仿效隋唐的职官和

服色，如《见在书目》中所见遣隋使和遣唐使带回去的各种书籍。 可是，如果你往深处看，就像丸山真

男（まるやま まさお，１９１４—１９９６）那个著名比喻中说的，其实，传统中国和古代日本各有各的“执拗

的持续低音”，在修饰并且改变着这些宏大的“主旋律”，②这使得中日之间传统政治文化（当然也包

括制度、宗教和观念）的差异，未必就比东西之间（如中美、中法、中英、中德、中俄）的差异要来得小。
学术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如果你总是想“异中求同”，像钱钟书先

生说的，寻求“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也不是不可以，那往往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事情，因为它的指向

是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感情和道理，这当然是高尚的。 但是，作为历史学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同中

求异”，也就是顺着历史，找到各个国家与族群的差异，说明它的渊源和流变。 然后解释清楚在一个

看似同一的文明区域，为什么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不同的族群认同，而且这种种不同，最终又怎样影

响了走向近代的不同路径？
因此，有关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影响，我打算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和讨论。 在上篇

《皇权与革命》中，我会讨论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差异，政治伦理绝对性

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化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中篇

《郡县与封建》里，将要分析传统中国与日本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这两种国

家形态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我想借用宗教史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

上的差异，因为这涉及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会如何影响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的各

自走向。

上篇：皇权与革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先讲一个故事。 北宋初期，日本禅僧奝然来中国，向刚刚建国的宋代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匡

义，９３９—９９７）介绍日本天皇世世相承、大臣代代传袭的历史，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万世一系”。 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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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说法，近年有一本流行的著作，即与那霸润的《中国化する日本：日中“文明の冲突”一千年史》（东京：文艺春
秋，２０１４ 年）也说到过，可以一看。
丸山真男这个著名比喻，见《历史意识の“古层”》，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转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さくま
学艺文库本，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１５ 年，第 ３５９ 页。



宗听后很震惊，也很感慨。 《宋史》里说，“上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岛

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 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

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 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 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

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①

也许这里的道理，宋太宗是装作不知道。 据说，他刚刚经由斧声烛影，拿下了哥哥的皇位，心里也

许还有什么秘密。 当然，也许宋太宗是真不知道。 因为中国做不到“一姓传继”，是因为古代中国的

政治文化里，始终有“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 我无法揣测宋太宗的心理，不过，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

样“万世一系”，从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却是有必然性的。
为什么？ 因为古代中国儒家有“汤武革命”一说。 儒家虽然也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

度神圣不可侵犯，但它偏偏画蛇添足，觉得天子还要以“德”配“天”。 如果你没有德，就有人要取代

你，这个时候，以下犯上的反叛就是合理的。 这一点，读《孟子》就可以知道。② 历史上每一个试图夺

取政权的人，大抵都会宣称自己是“汤武革命”，所以，后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对《孟子》很不满

意，觉得孟子是悖谬乱说，要让人搞个《孟子节文》出来，把这些文字删去。③ 大家知道，商汤取代夏

桀，周武征讨商纣，按理说本来是篡夺王位，那么，你怎样证明他有合法性？ 于是儒家就说，夏桀和商

纣失“德”，所以，原本的犯上作乱，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但因为商汤和周武有“德”，所以“造反有

理”，革命就是正义的，这就叫“替天行道”。
这里本来有一个很难解决的悖论，既然皇权与等级是神圣的，那么犯上作乱或革命造反有没有

理？ 在儒家还没取得一统天下的崇高地位时，曾经有很多争论。 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汉景帝

时代的一场争论。 汉初文景之时，黄老之学很吃香，据说，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就喜欢黄老之学。 那

时候，辕固生（儒者）和黄生（黄老）辩论“汤武究竟是篡弑还是革命”，双方争得很激烈。 黄生强调不

能以下犯上，君臣是绝对的，汤武就是非法篡位。 辕固生情急之下，口无遮拦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
么，汉高祖取代秦朝难道就是不对的吗？ 话说到这儿就僵住了。 汉景帝只好抹稀泥，留下一句有关

“不争论”的历史名言，叫作“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学者不说汤武革命，也不算是无知。④

不过大家都知道，汉景帝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阳儒阴法或者外儒内法，就
成了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所以，在政治权力合法性这个问题上，儒家的“以德配天”和“汤武革

命”就成了真理，尽管理路上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不过，这个观念在古代日本却没有生根，日本并不

像中国，对于他们的天皇，并没有很强烈的“以德配天”的意识，也从来没有尝试过“汤武革命”的

观念。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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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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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四九一《外国传七·日本》，第 １４１３４ 页。 本文凡引二十四史，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
“汤武革命”的说法，在《孟子》中曾被反复强调，以下两段最重要。 《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
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之
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今天下之君
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张佳佳：《〈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第 ８４—９３ 页。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 ３１２２—３１２３ 页。
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濂教授指出，哈贝马斯曾经指出，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三种不同的正当性，一是起源神话
（ｍｙｔｈ⁃ｏｆ⁃ｏｒｉｇｉｎ）的模式，即用原始神话来证成他们的权威地位，正当化的对象主要是统治者本人；二是以宇宙论
为基础的伦理学、宗教以及哲学来塑造正当性；三是从霍布斯、洛克到罗尔斯的社会契约传统，由社会的承认与认
同来证明权力的正当性。 哈贝马斯（Ｊｕ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ｅａ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ｐ. １７８；参见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年。 按
照这一说法，中国皇权的正当性，建立在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混合上，而日本天皇的正当性，则来自第一种。 这一
点，感谢周濂的提示。



那么，有没有这个观念，会给中国和日本分别带来什么后果呢？ 也许，大家觉得这没什么，其实这

非同小可，在中日传统政治文化上，它造成的结构性或根本性差异是很严重的。 日本杰出的思想家福

泽谕吉（ふくざわ ゆきち，１８３５—１９０１）曾经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他把有关“汤武”的
争论，只是作为日本的“汉学家”与“皇学家”之间的不同，没有进一步讨论中国政治文化与日本政治

文化的结构性差异。①

（一） 皇帝和天皇：“天无二日”还是“共享天下”
首先，这一观念差异造成的是日本的“万世一系”和中国的“改朝换代”。 换句话说，就是日本顶

层权力（天皇）的相对稳定，和中国顶层权力（皇帝）的不断变动。
中国的皇帝虽然号称“天子”，权力超级大，但他的麻烦也大。 他必须是政治权力、宗教神圣、知

识真理（甚至有时还有“道德楷模”） “集于一身”，即史华慈（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ｃｈａｒｔｚ） 和林毓生所谓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② 它的牢不可破就在于这“三位一体”，但问题是，它的脆弱或软肋也在于这“三
位一体”。 如果你没有权力当然不行，如果你不再神圣，或者道德有亏也不行，让人看出你是无知无

识的傻瓜更不行，人家就会推翻你。 因为下一个想当皇帝的人，可以宣称自己代表了民意、代表了真

理、代表了道德，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推翻你。 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五德终始论”，新皇帝在推翻老

皇帝，建立另一家另一姓政权的时候，完全可以用火克金、金克木、木克水、水克火这样的理论，来证明

改朝换代的合法性。
大家都熟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天宫时说的，虽然是小说

家言，但也表现了传统中国的一个常识，皇帝不见得永远是一家一姓。 “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

而代也”，面对秦朝皇帝，刘邦和项羽虽然一个垂涎三尺，一个跃跃欲试，但都是想掀翻秦始皇，自己

当皇帝。③ 当了皇帝的，像刘邦看到底下整整齐齐地跪了一大排官员，就喜滋滋地说，“吾乃今日知为

皇帝之贵也”；④没当成皇帝的呢？ 传说黄巢就愤愤然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或“他
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有日本学者统计过，且不说改朝换代像走马灯，秦汉隋唐宋元明

清，朝代换了多少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就是历代近两百个皇帝中，篡弑废立，三分之一以上，不
是被杀掉的（３１ 人），就是自杀的（６ 人），还有就是在压力下被迫退位或被废掉的，也占了百分之

十七（３３ 人）。⑤

而日本的天皇呢，虽说“万世一系”多少有些夸张，但他们不像中国那样讲嫡长子系，只讲亲缘关

系，不讲政治伦理，只讲血缘神圣，这使得它的连续性很强。⑥ 按照日本最古老的史书《日本书纪》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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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 年，第 ２ 页。
林毓生：《史华慈、林毓生对话录———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和现代思想、文化与政治的感想》，见林毓生：《思想与人
物》，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９４ 年，第 ４３９—４６８ 页。
前一句是刘邦说的，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 ３４４ 页；后一句是项羽的话，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第 ２９６ 页。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２７２３ 页。
相比较而言，日本从推古天皇以下，自杀的只有 ２ 人（２．２％），被废立的也只有 ３ 人（３．２％），强制退位的是 ９ 人（９．
８％）。 参见村田雄二郎：《中国皇帝と天皇》，山内昌之等编：《帝国とはなにか？》，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１９ 页。
但是，日本学者也指出，由于日本和世界各地家族制度有差异，不是单纯的父系制度和母系制度，而是“双系制”
（Ｂｉ⁃ｌａｔｅ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父系制度的典型如汉民族，“同姓不婚，异姓不养”，特别是皇室，不太支持非血缘亲的养子，
但日本却没有这种规矩，异母兄妹结婚，即使在皇族系谱中也不少见。 尾藤正英认为，这种双系制度有可能和早
期日本来自东南亚的绳文人有关。 日本的“万世一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也与这种婚姻制度有关？ 因为它并不
强调直系嫡长子之类父系制的传统，甚至还能接受女性天皇（如推古、持统、元正、孝谦），所以不至于出现中国皇
权缺乏直系男性继承人的现象，也不至于有中国的“濮议”“大礼议”这种伦理意义上的麻烦。 参见尾藤正英：《日
本文化の历史》，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９ 年，第 ２５ 页。



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①也是拥有天照大神亲自赐予三神器的彦火火出见（ひこほほでみ）的子孙。
这种血缘上的神圣性和唯一性，是谁也取代不了的，所以，天皇是神性（文化）的象征。 不过有意思的

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拥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全面权力，为什么？ 因为日本还有很多血统高贵的

贵族，像古代的苏我氏、物部氏，以及中世所谓“藤橘源平”四家之类。 这当然和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

初，乃是由各个地方豪强家族整合形成的有关。 尽管 ６ 世纪到 ７ 世纪也就是日本国家形成的时代，天
皇一族确实强大，所以，才把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子孙，加以神圣化，所谓《纪》《记》的神代传说就是

这样的东西。② 不过，日本的天皇也必须把权力分配给其他豪强贵族，所以，到《新撰姓氏录》 （８１５）
修撰，一方面强调天皇家族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另一方面也得给一千多姓氏确立来源、搭配神祇以及

明确等级。 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想象中的神灵世界和现实中的世俗世界，构造成互相匹配、秩序井然

的一个等级社会。
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天皇是“贵种”，但不是唯一的“贵种”。 特别是镰仓时代幕府掌权以后，天皇

主要只是作为文化象征，而政治权力（军事力量）则可能属于另一些传统的老贵族或崛起的新贵族，
也就是幕府将军以及守护各地的贵族大名。 就像丸山真男所说的，和中华帝国的“一君万民”专制统

治比起来，日本“万世一系”强调的只是天皇家是“贵种”中的“贵种”。③ 不过这也好，这个往往并不

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天皇，虽然始终是神圣象征，但只要不像 １３ 世纪的后鸟羽天皇（ごとばてんの
う，１１８０—１２３９）那样为了夺回政治权力，要跟幕府干一仗，平常倒也不那么碍眼和碍事。 把天皇搁

在京都，当作神圣象征，底下的实际政治权力，就由武将们自己去争夺，谁有本事谁当将军。 从建久三

年（１１９２）源赖朝（みなもと の よりとも，１１４７—１１９９）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从此开创武家政权以

来，镰仓时代的北条、室町时代的足利、江户时代的德川，至少在文化上，还是尊奉着天皇，就当你是个

永远的神，④在京都那个地方养尊处优，写诗画画，接受崇拜，仿佛《庄子》里说的那个被供奉在太庙里

的千年之神龟，井水不犯河水。 一直到时代巨变，或者有政治上的实际需要，或者出了一个天才的有

力天皇，比如像明治维新需要强人的时候，他才会横空出世。⑤

如果你只从表面上看，传统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好像一样，中国皇帝诏书中，自称是“奉天

承运皇帝”，日本天皇颁布诏书，也自称是“明神御宇天皇”。 一个说是“天”，一个说是“神”，但实际

的政治里，中国皇帝和日本天皇，还真是千差万别。 只要想一想就知道，就说帝国会有两个中心，中国

向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不可能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又有一个文化权力中心。 就算是有，当年

我曾经挖空心思在历史里找，像北宋一批退休官员以司马光、程颢为中心住在洛阳，用思想文化批评

开封（汴京）的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一帮人，用政治权力搞改革，形成所谓两个中心，⑥但是，毕竟洛

阳只是退休人士，远远不能和开封的皇权相比；明朝永乐迁都北京，虽然原来的首都南京还有留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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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日本书纪》（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本，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６７ 年，１９７９ 年）卷一“神代
纪”说，创世之神的伊奘诺尊有三个儿子，天照大神、月读尊、素戋鸣尊。 其中，天照大神治高天原，后来赐给彦火
火出见尊三种宝物，即八坂琼曲玉及八咫镜、草薙剑。 彦火火出见尊就是神武天皇的曾祖，据说神武天皇也叫彦
火火出见（ひこほほでみ），至今天皇的神圣宝物就是这三件玉、镜、剑。 第 ９５—１４７ 页。 不过，日本很多学者如福
永光司等认为，这是受到中国道教影响下的神话想象。
后来，久米邦武（くめ くにたけ，１８３９—１９３１）、津田左右吉（つだ そうきち，１８７３—１９６１）等学者，从近代历史观
念批判这种神代史的传说，为此还先后遭到迫害，丟了饭碗差点下牢。
丸山真男：《历史意识の“古层”》， 见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转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第 ３７９—３８０ 页。
佩里·安德森（Ｐｅｒｒｙ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的
“两篇笔记”之一《日本的封建主义》也同意，江户时代，幕府“精心恢复了笼罩着天皇朝廷的宗教光环”，这使得天
皇朝廷和幕府制度残存的二元性，产生了一种政教分离现象，但同时，这种“二元制”也再次带来权力的分裂。 第
４７４ 页。
最近出版有胡炜权《菊花王朝———两千年日本天皇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但我没有看到。
葛兆光：《汴梁与洛阳：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



内阁，但是终究也比不上北京，只不过是个影子内阁；清朝的承德和北京，新清史认为一个象征十八省

中国的首都，一个象征内亚地区满蒙回藏的中心，但实际上，还是一个皇帝在管着。
可是在日本呢？ 还真是“天有二日，民有二主”。 近世日本为什么会有京都作为天皇的王城，而

江户作为幕府将军的实际重心（中世是镰仓）？ 渡边浩教授曾举了一个例子说，东京的上野叫做“东
叡山”，与京都的“比叡山”相对；东京上野有宽永寺，京都东山有延历寺，都是用年号作寺庙的名称；
德川家康死后，不仅日光有东照宫，也称作“东照大权现”，居然也和京都的天皇，是“天照大御神”子
孙一样。① 本来照理说，幕府将军乃是代天皇执政，象征的只是政治和军事力量，天皇则是名义的最

高领袖，象征的是神圣和文化。 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力却分化了，这成了日本特

别的政治文化传统。 就算天皇不服气，想重新掌握大权，像前面我们提到的 １３ 世纪（１２２１）后鸟羽上

皇，他不甘心大权旁落，想掀翻当时的幕府，造成所谓“承久（三年）之乱”，那也不行，②甚至《平家物

语》中，居然把天皇举兵说成是“当今（今天皇的）御谋反”。 “御谋反”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时人

们甚至有这样的看法，天皇不代表公权力，毋宁是私权力，你要翻过来夺权，就成了“谋反”，尽管你是

天皇，“谋反”之前要加上一个“御”字。③ 到了关原之战（１６００）后，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关白、
太政大臣，他利用天皇的权威，除了形式上对将军的任命之外，已经掌握了几乎全部公权力，这个公权

力叫作“公仪”（こうぎ），战国时代各地大名有“公仪”，但江户幕府更加强有力，所以叫作“大公仪”
（おおこうぎ），④但他仍然没有与公家彻底分离，天皇还是名义上的日本地位最高的人物。

当然，这种文化神圣性与政治权威性的分离，也造成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就是最终谁才是真

正的“神”？ 谁才是真正的“天”？ 没有内忧外患的时候还好办，但是一旦出现危机，就得重新调整。
１８５３ 年“黑船事件”之后，这个矛盾就出现了，西南边缘的萨（摩）、长（洲）、土（佐）、肥（后）等藩，就
借了机会“尊王攘夷”，把幕府推翻，推天皇出来，这才开始了明治维新。 我想，这里可能隐含了一个

很现代的政治意识———我并不是说，这就是现代政治意识，而是说这可能是现代政治意识的日本资

源———即领袖、国家和政府，在理念上应当分开。⑤ 就像当代的日本，权力当然掌握在政党竞争出来

的内阁总理大臣手上，但国家的象征则是天皇。 天皇不那么有权，这没关系，他只需要神圣，总理大臣

不那么神圣，也没关系，他只需要有权。 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一旦某一极出现真空或失落，另一极就会

填补上去，像幕末时期将军不灵光，就把天皇拱出来掌权，重新收拾山河一片。 当然，这种结构的弊端

也在这里，有可能导致谁也不负责任，谁都可以推卸责任。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曾经指出，日本这

种没有绝对坐标的思想和没有统一构造的传统，导致日本（包括天皇与官僚、民众）政治文化中，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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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最早把正常死亡的人当做神来祭祀，在日本，第一个是丰臣秀吉。 庆长三年（１５９８）病死的丰臣秀吉留下遗言，希
望死后作为神来祭祀。 所以死后不久，就在京都的东山阿弥陀峰造墓，并且计划在旁边的方广寺建社殿。 有学者
推测，这是建立叫作“新八幡”，与源氏氏神的武神“八幡”并列的，以守护子孙丰臣秀赖等人的举措。 第二年
（１５９９），朝廷就赠与丰臣秀吉以“丰国大明神”。 这种神社之创立，过去只有一个先例，就是祭祀藤原氏始祖藤原
镰足的多武峰之庙（现在的谈山神社）。
原胜郎《日本中世史续篇》曾经对承久之乱中天皇、朝廷、幕府三者的关系有一个分析，可以参看。 见原胜郎：《日
本中世史》，东洋文库本，平凡社，１９６９ 年，第 １８１ 页。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历史》，第 １１４ 页。
福泽谕吉说，“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
家。 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 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 １８ 页。
福泽谕吉在他很重要的《脱亚论》中，呼吁为了改变现状，一定要，“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
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引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原文是“國を重しと
し，政府を輕しとするの大義に基き、又幸に帝室の神聖尊嚴に依頼して、斷じて舊政府を倒して新政府を立
て”）。 见《時事新報》１８８５ 年（明治 １８）３ 月 １６ 日。



主体责任心，形成所谓“无责任体系”：①一方面，“天皇 ／帝国”至上的所谓“国体”，构成所谓爱国主义

情感，支持着一切价值，使得每个人都没有应当负责的道德、良知和责任，所以，一切以“爱国”为名的

行为，都被认为是正义的。 另一方面，天皇、幕府（或官僚）、民众三者，各有理由对政治行为不负责

任，处于顶端的天皇，可以认为这一切是下面推动的，并不是自己的意愿，所以没有责任；官僚则认为，
所有政治举措都只是服从上面的旨意，我不过是履行职责，也与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责任无关；而民众

则认为，自己没有进入国家统治体系，自己只是跟随爱国主义情感，所以也无需承担政治责任。
这就是日本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无责任状态”，它使得日本政治有时候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②

（二） 忠诚与叛逆：政治伦理的绝对与相对

其次，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政治权力合法性差异，导致了政治伦理原则的绝对化和相对化。
怎么说呢？ 政治上的忠诚与叛逆，在中国和日本是很不相同的。 丸山真男曾经专门写了一篇长

文《忠诚と反逆》，就是在讨论日本政治和法律中有关忠诚与叛逆的难题，以及这种政治伦理在日本

历史上的变迁。③ 我的理解是，在日本，由于“政出多门”即权力结构是重层的，而不是一元的，因此在

日本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伦理往往不像中国那么清晰、严格和绝对。 你如果注意到日本所谓“忠
诚”，实际上有对天皇的忠诚（文化意义上的），有对将军的忠诚（政治意义上的），还有对主人的忠诚

（日常社会中的），就知道这种忠诚是多元，甚至是冲突的，反过来，这也导致了“叛逆”难以界定。 丸

山真男引用有贺长雄（ありが ながお，１８６０—１９２１）《日本古代法释义》中的疑问，举出承久之乱、南
北朝内乱和明治维新三个历史事件为例，说明日本的忠诚和叛逆相当复杂。 像前面提到“承久之乱”
中的后鸟羽上皇，他是不言而喻的天皇（甚至是三位天皇的父亲或祖父），可是，由于起兵讨伐幕府，
却成了“天皇御谋反”，也就是“叛逆”。 可是，幕府将军挑战天皇，像北条义时（ほうじょう よしと
き，１１６３—１２２４）打败后鸟羽上皇，把老天皇流放隐歧岛，自行拥立茂仁王为新天皇（后堀河天

皇），在日本却又不算“叛逆”。 所以，丸山真男无奈地说，有时候“对朝廷而言是谋反，但从幕府角

度看，又不算谋反”。④

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多元，造成政治伦理价值的分化。 按照丸山真男的说法，日本封建性主从关系

中，接受“御恩”的从者，就是要向主君“奉公”，也就是要有为主君“献身”的忠诚，但这只是法律秩序

崩坏时代，依赖人格的忠诚而形成互相依赖的私人关系，但对武士来说，武士和藩主之间，好像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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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新书”本，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６１ 年，２００２ 年，第 ３７ 页；又，丸山真男曾经用三个名
词，对日本的无责任状态加以分析，即神轿、官僚、无法者。 “神轿”是权威的代表，比如天皇，它虽然处于国家秩
序和合法权力的顶端，但它不像中国皇帝控制一切，反而常常无所作为，正如天皇往往只是文化的神圣象征，但并
不掌握军事实权；“官僚”也就是幕府是真正掌握权力的，背靠天皇的神圣性和正统性，统治着各地的豪强和民
众，但也受制于各地的豪强和民众；“无法者”则既是没有力量的乌合之众，但也是不受控制的暴力，特别是在日
本中世和近世，地方领主和宗教团体常常是不安定的因素（比如一向一揆），有时候也是整个国家体系变动的原
动力，它们未必完全受到神轿或官僚的控制，有时候甚至可以是导致政治变革（如明治维新），也可以是国家无序
的因素（如二战）。 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中文本《极端主义国家的逻辑与心理》，见丸山真男：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 年）对于这方面有特别论述。
这种状态中国人也许难以理解。 可是，如果看 ２０１５ 年专门为日本战败 ７５ 周年而拍摄的电影《日本最长的一天》，
就有点儿明白，这部电影讲的是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的最后时刻，面对必然的失败，最高政治机构里的日本人都说，
自己绝对忠于天皇，但天皇却又没权，首相铃木贯太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还有海军大臣、空军大臣等，谁都不能
承担责任，拍板决定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签署投降书。 可到了事后，他们都觉得，绝对神圣权力在天皇，可偏偏天
皇又说自己不能负责，因为实际控制军队的政治权力不在他那儿。
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一文最早发表于《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东京：筑摩书房，１９６０ 年）第六卷，后单独成书
为《忠诚と反逆：转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后又收入《丸山真男集》（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６ 年）第八卷。 我这
里用的是《忠诚と反逆：转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さくま文库本，东京：筑摩书房，２０１５ 年。
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转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第 １６ 页。



种儒家所谓大义、名分的君臣关系，感觉上就是“生死的命运共同体”。① 也许，大家听过《忠臣藏》的
故事，就是德川纲吉时代（１７０１），４６ 武士（原本有 ４７ 人）为藩主浅野长矩报仇，杀死导致浅野之死的

另一个藩主吉良义央，最后被幕府裁定，全部剖腹自杀。 这 ４６ 人在日本被认为是“义士”，而这一事

件呈现了日本“法”与“忠”，也就是政治与法律、伦理与制度之间的冲突。 这一故事是真事，这 ４６ 个

人的“忠”，只是对主人的，没什么特别的是非，要按照中国的说法，它就是“愚忠”。
什么是中国人说的“愚忠”？ 就是不识大体。 那么，什么是“大体”？ 在中国就是三纲六纪，最要

紧的就是忠于王朝和皇帝的“道德”和“伦理”。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忠诚只能奉献给正统王朝和绝

对皇权。 所谓“孝”，只能对你的生身“父亲”，对其他人就有问题；所谓“忠”，只能对本朝的“皇帝”，
而忠于其他人（像诸侯王、藩镇）就不行。 这是绝对的和严格的。 也许，这和中国的“父系制度”相关。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西周的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绝对重要，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直系“父
子”的继承制度，“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又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

侯之制”。② 这种“立子立嫡”的单线血亲制度，决定了生父只有一个，皇帝制度决定了君主也只有一

个。 “天无二日”，所以在中国的伦理价值上只有一，没有二。 这形成了古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几个特

点：第一，是有所谓“正统”之争，天下只有一个是“正统”，其他都是“异端”，不可能并存；第二，古代

中国才会发生所谓尊生父还是尊皇父的争论，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就是引人瞩目的大事

件，因为无论是父子还是君臣，都必须占据血缘和政治上的第一优位；第三，由于王朝与君主的政治伦

理，是绝对的严格的和清晰的，所以古代中国又有所谓“贰臣”和“遗民”问题，“贰臣”就是在政治伦

理上都绝对忠诚，朝秦暮楚，“遗民”就是政治上不是根据是非、根据强弱，而是根据“旧朝”还是“新
朝”，决定自己的绝对认同。 当然在特别的时代，还有一点即统治者究竟是来自哪一族群，这决定自

己是认同文明还是服从野蛮。 这本来也是“愚忠”，但它的“忠”是绑在“国 ／朝廷 ／皇帝”身上，因此，
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立场看来，这就是大是大非。 如果从传统中国的角度看，日本武士把“忠”绑
在“主人”身上，似乎只是小是小非，好像和中国政治伦理有点儿不太一样。 当然，中国政治伦理的

“忠”，也还是附着于某一张“皮”上的，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 所以，后来顾炎武看到这一

点，就说究竟是“亡国”还是“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

食，谓之亡天下”，你不能因为一家一姓的“国”亡了，就觉得绝望了，要是天下也就是文化亡了，那
才是真正的绝望。③ 这当然是后话。

可是在日本，正是由于天皇、将军、大名，都不能绝对拥有道德的权威性和政治的制高点，甚至血

缘意义上的父母，也并不一定是绝对忠诚的第一对象。④ 日本天皇和贵族的继承，有男性也有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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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转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第 ２２—２３ 页。 这里不是原文，只是撮其大意。 其实，一个
叫汪鹏的中国人，１８ 世纪中叶到日本，就敏锐地观察到，日本虽然接受中国伦理的影响，但是在所谓“五伦”（君
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其实“君臣主仆”之义最重，其他都不重要，见《袖海编》（又名《日本碎语》。 最新
版本见汪鹏撰：《译语·袖海编》，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２ 年）。
王国维指出，殷商时代关于祭祀的等秩和王位的继承上，还没有父子为中心的继承观念，也没有区分等级高下的
嫡庶制度，这些制度在周代的改变，特别是王位继承的“嫡长子制度”，奠定了后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性，造成了
古代中国“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的结局。 见《殷周制度论》，《观堂
集林》卷一○，《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０３ 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正始》，见《顾炎武全集》第 １８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 ５２７ 页。
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忠”的价值优先于“孝”，原因是日本基层社会并非是中国式以父子为主轴的血缘宗族，
而是身份上下从属的“イエ”（家）即氏族制度，对于“イエ”（家）制度上的奉仕义务“忠”，比对于实际上血缘的父
母之“孝”更为重要。 参见尾藤正英主编：《日本文化と中国》，东京：大修馆书店，１９６８ 年，“序说”，第 １５ 页。



有兄弟、儿子甚至还有妻子，甚至还有养子、赘婿。① 按照日本学者所说，中国的“父系制”和日本的

“双系制”差别很大。 所以，有关“忠诚”与“叛逆”的政治伦理就会分化，远远不是那么清晰。② 不仅

如此，政治、文化、道德也可以“分化”，他的“忠”，不必只是对“予一人”的天皇，忠诚可以对幕府将

军，也可以对地方上的守护大名，甚至也可以对直接的主人。 “只知有藩主，不知有将军，只知有将

军，不知有朝廷”，似乎在传统日本是很常见的。 日本的学者荻生徂徕（おぎゅう そらい，１６６６—
１７２８）就曾表示，比起京都的天皇来，江户的将军才是国家的真正君主。③ 而各地的大名也一样有舍

命效忠的死士，福泽谕吉说，明治维新前日本三百多个诸侯各设一个政府，“定下君臣上下之分，掌握

生死与夺的大权，其政权之巩固，大有可以传之子孙万代之势”。④ 所以，很多行为不见得在政治伦理

上，就一定是你死我活、此是彼非，不是忠臣就是奸臣，不是好人就是坏人。 但是在中国，一个王朝一

个皇帝总是拥有绝对的、完整的、排他的政治合法性，只有对皇帝的忠诚，才是有正当性和道德性，皇
帝是最高道德和神圣象征，你就得“忠”，你也得“孝”。 反过来，如果你叛变某个王朝，就是“贰臣”
（比如，洪承畴为清朝立大功，但仍是“贰臣”），反对某个皇帝，就是“大逆”（如方孝孺之诛十族）。

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在“尊王攘夷”口号下实现了“大政归还”，表面上权力与权威都集中到了天

皇身上，这个时候，忠诚与叛逆的绝对界限才转移到对“天皇”“皇国”和“天朝”身上。 正如飞鸟井雅

道（１９３４—２０００）指出的，明治政府一方面接过了推进维新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负载了普罗大众与

维新志士们的忠诚，当他们接受“尊王”的时候，他们确实拥有了极大的权威，但是当他们为了日本近

代化而开国，这又与“攘夷”的立场对立，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看所谓“明治三杰”的命

运，例如长洲藩士对大村益次郎（おおむら ますじろう，１８２４—１８６９）的刺杀，西乡隆盛（さいごう た
かもり，１８２８—１８７７）的叛乱与自杀，纪尾井坂之变中士族对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１８３０—
１８７８）的刺杀，其实正反映了明治时代国家权力从“双重体制”和“重层结构”转换为一元化集权（“古
代中国化”）时期，“忠诚”与“叛逆”也就是政治伦理的复杂性。⑤

我曾提醒说，中国历史研究，往往忽略明朝一件大事，这就是 １５ 世纪，当明朝的皇帝（英宗）由于

“土木堡之变”被瓦剌俘虏（１４４９），大臣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居然可以另立新皇帝（代宗），而且还以

“社稷为重，君为轻”为理由，这是政治史上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古代儒家总是宣称说，“民为重，社
稷次之，君为轻”，但因为权力来源都是皇帝，所以传统时代的君主其实并不轻。 可明朝由大臣另立

皇帝，所谓“君为轻”，其实已经瓦解了皇帝的神圣性和绝对性。 但是，这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上，似
乎只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通常，中国皇帝还是绝对权威，于谦做了这件事情，后来在英宗复辟后，也得

被杀死。⑥ 对于一个皇帝的忠诚与反叛，对于一个王朝的捍卫和谋反，在中国常常成为判断绝对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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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平安时代，藤原氏成为最有权势的外戚，藤原不比等的孙女乙牟漏、旅子都是桓武天皇之妃，乙牟漏
生下平城天皇、嵯峨天皇，旅子生下淳和天皇，那么，平城、嵯峨、淳和就是桓武天皇的同父异母兄弟，这在传统中
国讲究直系父子继承制的政治伦理中，不可能是先后继承的皇帝。 而且，平城、嵯峨、淳和这三个同父异母兄弟，
竟然娶桓武天皇的三个女儿即大宅、高津、高志三个内亲王，等于是三兄弟娶自己的三姐妹，这在传统中国讲究
“同姓不婚”及“五服”的家族伦理中，也是不能接受的。
伊恩·布鲁玛（Ｉａｎ Ｂｕｒｕｍａ）也特别从政治结构上指出，中日之间明显的一个差异是权力分割，中国世俗、神圣以
及政治权力都在皇帝朝廷，而日本天皇与将军分享了神圣（文化）和世俗（政治）权力。 他认为，这种分权有一个
好处，就是人们造政府的反（包括刺杀政府和军队官员），可以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而没有“叛国”嫌疑。 参见伊
恩·布鲁玛：《创造日本：１８５３—１９６４》，倪韬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６ 页。
吉川幸次郎：《仁斋、徂徕、宣长》，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５ 年，第 ２１３ 页。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 ７ 页。
飞鸟井雅道：《日本近代精神史の研究》第二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２００２ 年，第二章《内乱期の精神构造———忠
诚心の变容》，第 １９９—２２５ 页；飞鸟井雅道：《明治大帝》，王仲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记载英宗复辟之后，“丁亥，弃（于）谦市，籍其家，家戍边”。 第 ４５５０ 页；焦竑：《国朝献
征录》卷三八《兵部尚书于公谦传》。



的尺度和界限，除了前面提及的“贰臣”之外，口语里面的“叛徒”“三姓家奴”“汉奸”“反复小人”这些

词汇，就让你知道这种政治伦理的绝对性和严厉性，在中国是何等厉害。
入什么祠堂，进什么庙，被冷猪肉供奉，还是跪在门前让人吐唾沫。 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依据某

个似乎神圣的合法性政治权力来划线。①

（三） 革命与改良：“改朝换代”还是“咸与维新”
再次，这种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差异，也许就影响到中国和日本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不同路径。
中国皇帝垄断了全部权力、合法性和权威性，所以，大凡要作大改变，必须整个推翻。 也许，这就

决定了中国的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总是需要“改朝换代”。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换人做做看”，而无法

真的“咸与维新”。 在古代中国，儒家表面上很崇尚“禅让”，觉得尧舜真是伟大，可以选贤任能，其实

这种可能性根本上是很小很小的。 有的学者从文献记载上研究，觉得中国改朝换代有好多是“禅
让”，像曹魏取代后汉，西晋取代曹魏，还有像南朝的宋齐梁陈。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让位和推辞，都
是做做样子的，因为权力就是一切，它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甚至还联结着身家性命。 所以，一旦某人掌

握了全部权力，手下的人就会全部 １８０ 度大转弯，赶快上“劝进表”，使了劲儿说明你伟大，不光是权

力应当归你，文化也是你高明，道德也是你完善，所以你就应当是皇帝。 然后呢？ 这个掌握实权的人

谦让一下就当了皇帝了。 像后来的宋朝取代后周，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好像不得已被推上了这个位

子，其实也是做做样子，本质上还是打下来的江山，终究还是换了新天地。 然后，大臣和史家就开始塑

造伟大光辉的皇帝形象，把原来政治文化宗教三合一的皇帝的光荣，全部转移到新皇帝身上，再加上

编造出身的神话，不是说皇帝他妈妈梦见什么龙附身，就是说生他的时候红光闪现，天降祥瑞。
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赋予一家一姓一个皇帝的这一传统，决定了要促成大变化必然要彻底推翻

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皇帝不光有血缘和姓氏的差异，不能让给外姓，让给外姓，
就彻底改朝换代了。 特别是，还有族群的差异，一旦皇帝从汉族变成异族，或者从异族变成汉族，不是

“以夷变夏”就是“以夏变夷”。 按照前面引用顾炎武的说法，就不仅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了。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晚清不能“君主立宪”，而非得“种族革命”的缘故？ 余英时曾经说到，晚清的自我

变革，变不出太多的花样，就是因为大清的天下，比中国的天下更重要，亡中国可以，亡大清不行。②

满清皇室其实心底想的，就是一家一族的权力很重要，你不推翻他，他根本不会自愿“逊位”，那份《清
帝逊位诏书》自愿交出权力的背后，其实是对移交权力的满心不自愿。

中国是东亚第一个共和国，这很值得骄傲，但这种从帝制到共和的过程中，其实，有一些激烈革命

的历史基因，即所谓“扫帚不到，灰尘自己不会跑掉”，你只有“敢把皇帝拉下马，再踏上一只脚”。 毛

泽东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说法，以及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口号，就是这种激烈革

命的思路。 由于生存在“改朝换代”就“断子绝孙”的恐惧中，因此，旧政权总是会用极端方式捍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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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日本的政治伦理中，所谓“叛逆”的定义却不一定那么严格，就算是反对了天皇也没什么，甚至反对幕府将军也
没有大了不起。 比如，幕末时期拥护幕府将军，在上野起兵反抗明治政府维护德川幕府的彰义队，按照中国政治
伦理来说，就是反对新政的保守派，你当遗民还可以，你居然起兵造反？ 在中国政治伦理中，他们算是“十逆”之
罪（在日本效仿的唐律中，谋反、谋大逆、谋叛，也是“十恶”之首，即十恶不赦的大罪），但是，日本官方却给他们在
上野建了“彰义队碑”，而且其中撰写碑文的人还当了明治政府的官员，也没有谁说他是“反复无常”。 再以几个
日本电影为例，《日本最长的一天》中，著名演员役所广司演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永远的 ０》里面没有活着回来，
而是参加了“特攻队”的航空兵队长，以及《中途岛之战》中心理矛盾的山本五十六，在日本的政治伦理评价中，都
有同情的与正面的因素。 而且，日本不仅在政治伦理上相对不那么严厉化，在生活伦理上也一样相对宽松。 我去
东京三大墓地之一的谷中灵园，看到有一个因为杀人被关押，又被斩首的人的墓碑，只活了二十几岁，如果在中
国，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怎么可能堂而皇之立碑呢？
余英时接受马国川访谈时的说法，删节版载《财经》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０ 期；全文见马国川：《告别皇帝的中国》，北京：世
界图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朝。 而这种激烈革命的基因，中国有，日本却很少，日本的天皇和中国皇帝不同，他没法垄断一切，也
因此他不必包揽一切，血缘不能分享，但权力可以分享。 所以，日本最终在边藩、武士、改革者，以及外

部压力的联合包围之下，还是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① 中国所谓“虚君共和”，在日本倒是实现了，
反正他的天皇未必能垄断一切政治、文化和宗教权力，现代日本有了宪法，有了政教分离，有了议会制

度，天皇虽然还是万世一系的神，但是，他还是文化象征上的意义，大于政治权力上的作用。
所以，你得注意中国和日本政治文化，尤其是顶层权力层面的差异。 中国皇帝的权力远大于日本

天皇，中国是“绝对性的集权”（予一人、寡人、绝对或普遍王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历史上虽然

有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但按照已故田余庆的看法，这只不过就是历史上偶然的“变态”，常态还

是皇权独大，门阀“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②已故的刘泽华也说，中国政治的特点就

是皇帝独一无二，皇帝是“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的五独，③具有“天盖

式的权力”。④ 秦汉以来，最后到清朝，发展到见皇帝要三叩九拜，甚至臣下对皇上要自称“奴才”。
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传统中国之所以难以走上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 但是，日本王权的所谓

“（朝廷与幕府）双重体制”或“（天皇—将军—大名）重层结构”却不同，天皇也罢，将军也罢、大名也

罢，虽然是世世代代传承不绝，但他并没有这么绝对性的权力。 日本天皇虽然万世一系血脉绵长，明
治时代神道与天皇之结合，也证明了天皇之神圣性与他的血缘谱系相关（这一点在明治宪法中有明

文规定）。 但是，由于中国的“天授王权”，必须加上有“德”才能获得天命，有了比较强的儒家德治主

义，所以，不符合“德”则不能得“天”之护佑。 这不仅给“革命造反”或“改朝换代”提供了合法性，也
导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造反有理”，要把皇帝拉下马，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

动”。 可日本“天皇”却不会被“革命造反”或“改朝换代”，无论幕府将军怎么变化，从源氏到北条，从
北条到足利，从足利到德川，走马灯式地转换的是将军，不变的是天皇。 山崎闇斋（やまざき あんさ
あい，１６１９—１６８２）曾经说，就算天皇是没有“德”的无道之君，可是因为他被传承了三种神器，那他就

是“有德之君”，为什么？ 因为“此神器与玉体一二无分别故也”。⑤ 所以，他就是一个象征性的神祇。
尽管也有天武系和天智系的不同，持明院系和大觉寺系的争执，但大家乐得拥戴他，因为他无论有没

有“德”，他反正是神圣血脉下的子孙，他反正是“神”，但是他又没有实际的巨大的政治权力。
当然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天皇一点儿用也没有，只是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 其实，尽管法律

上天皇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但是因为他在文化上的神圣意味，他在某些方面可以成为调整政治取向

的微妙砝码，有的时候也能通过文化影响着政治政策。⑥ 我们不妨看幕末时期日本从“锁国”到“开
国”这一根本性转变的过程。 从思想史上看，这时水户学逐渐兴盛，“尊王攘夷”的说法影响了日本上

下的观念。 恰在这时“黑船来航”（１８５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Ｐｅｒｒｙ，１７９４—１８５８）向日本提出

“开国”要求，这对“锁国”已经数百年的日本是极大的事情。 幕府征求意见，当时各大名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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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庆应三年（１８６７），强悍的萨摩藩和长洲藩也联手施压，要求“大政归还”，即天下一切权力由幕府归还朝廷。 内外
交困之下，德川庆喜不得不上表称“大政奉还”，又在“王政复古的大号令”颁布后，辞官纳地。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自序》， 第 １—２ 页；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
王氏》，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 ２６３ 页。
刘泽华：《王权至上观念与权力运动大势》，见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的整合》，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特别看第一章第三节。
转引自丸山真男：《闇斋学と闇斋学派》，见《山崎闇斋学派》，“日本思想大系”第 ３１ 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０ 年，
第 ６５６ 页；桥爪大三郎：《丸山真男の忧郁》，东京：讲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３ 页。
唐纳德·基恩（Ｄｏｎａｌｄ Ｋｅｅｎｅ）：《明治天皇：１８５２—１９１２》，曾小楚、伍秋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８ 年。 作者
在序言中就指出，天皇也会有影响巨大的重大决策，比如“由于他的介入，才阻止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当时西乡隆
盛等大多数大臣都主张入侵朝鲜”。 当然，关于维新时代的明治天皇和二战时期昭和天皇的权力与责任等问题，
还需要深入讨论。



书约 ６０ 通，其中赞成开国的也就是“开国论”有 ２２ 通，不屈服于无理要求不赞成开国，但又希望避免

战争的，也就是“避战论”是 １８ 通，必须严守锁国体制的“锁国论”是 １９ 通。 其中，前两种看法占了 ４０
通。 幕府根据这个意见结果，第二年（安政元年，１８５４）签订了“日米和亲条约”，给船只提供燃料和食

品，开放下田和箱馆两个港口。 据日本学者尾藤正英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幕府的权力削弱，而是意

味着幕府的政策得到大名的支持，反而增强了幕府的立场。①

但是，天皇虽然只是虚位，但也并不完全是聋子的摆设，接下去的事态发展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由于当时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６）发生的消息传来，幕府内部对与美方签订进一步协议有些犹

豫，于是，１８５７ 年幕府将军派堀田正睦（１８１０—１８６４，接替刚刚去世的阿部正弘担任老中首座）去京都

征求天皇的意见，但天皇并不表态，堀田正睦空手而归。 这时，近江彦根藩的藩主井伊直弼（いい な
おすけ，１８１５—１１６０）担任大老，大老虽然是虚衔，但掌握实权的井伊却在这一年擅自与美国签定了

《日米修好通商条约》。 有意思的是，由于这个决定没有得到天皇的批准，使得幕府的立场很尴尬，一
方面没有得到天皇之命，则违背了“尊王”的精神，一方面擅自轻易与美国签约，又违背了“攘夷”的精

神。 于是这来自水户学的“尊王攘夷”，反而成了攻击幕府的“公论”。 这一年，在京都的孝明天皇给

水户藩送去密件，征询各个大名对于幕府将军此番处置的意见。 原本处于虚位的天皇异常举动，这一

居然无视幕府的权威，最终使得井伊发动“安政大狱”，②严厉处罚反幕府的人士，这导致了第二年

（１８６０）水户藩的脱藩武士在樱田门外刺杀井伊。③ 这一事件之后，幕府再也无法独断专行，不能不与

天皇（朝廷公家）和诸大名妥协，④并终于形成所谓“大公议所”（类似国会）和“小公议所”（类似地方

议会），在这种“公议”下，这才有了后来德川庆喜在二条城召集藩主们决定的“大政归还”，也才有了

此后的“明治维新”。
有趣的是，明治元年（１８６８）作为新政府方针公布天下的“五箇条の誓文”，第一条就是“广兴会

议，以公论决万机”。⑤ 在这一事件背后，你可以看到幕府、天皇、大名之间的博弈，也让我们看到“政
出多门”之后，权力之间就有了移动和制衡的可能性。 显然，走向近代过程中的日本政治权力结构，
并不是中国皇权那样高度集中的独裁或专制，一人独裁或专制的结果，往往就是皇帝与王朝、统治者

与国家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根本不可能有妥协的空间。⑥

（四） “革命”还是“放伐”：一个初步讨论

回到“汤武革命”这个起点。
汤武是正当的革命还是叛逆的放伐？ 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之血缘是必然神圣的吗？ 天皇和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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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历史》，第 ２０６—２０７ 页。 当时，越前藩主松平庆永（１８２８—１８９０）、萨摩藩主岛津齐彬
（１８０９—１８５８）、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１８１８—１８６１）等主张开国的地方大名，开始介入幕末的政治变动。
所谓安政大狱，指 １８５９ 年井伊直弼发动镇压反对派的活动。 由于孝明天皇也表示对日美条约和开港的不满意，
对幕府行为进行非议，所以井伊对各方包括公家、大名、家臣进行镇压，并且对越前藩士桥本左内、长洲藩士吉田
松阴、若狭小浜藩士梅田云浜、赖山阳的儿子三树三郎等超过百人处刑，激起激烈反弹。
这就是“樱田门外之变”。
即所谓“公武合体政策”，当时幕府的老中安藤信正（１８１９—１８７１）为了挽回幕府的权威，促使政局稳定，推进将军
与天皇两方的联姻（将军家茂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但是尊王攘夷论者激烈批评，文永二年（１８６２），安藤在
江户城坂下门外被水户藩脱藩的浪人袭击（坂下门外之变），很快他就失势了。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历史》，第 ２０８—２０９ 页。
当然，历史上日本的天皇并不具有绝对权力，并不意味着天皇对于政治就没有责任，比如，如何评价昭和天皇在二
战中应当担负的责任，仍是需要深思的，因为他毕竟是帝国最高权力的象征，明治之后天皇还是拥有很大权力，他
的言行必然影响到政治决策，因此昭和天皇不可能在二战中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没有影响。 同样，现在平成天皇对
于二战的态度，也多少有些制约着日本政府的态度。 如果你看到去年（令和元年，２０１９ 年）在日本，平成天皇退位
与令和天皇即位，那时的万众瞩目场面，你就可以知道，神还是神，至少在好多日本人心目中，他是神圣的、文雅
的、纯洁的象征。



谁应当垄断全部合法性权力？ 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手遮天，还是“建诸侯以为藩屏”适当分

权更为合理？
到了江户时代，一些日本学者开始意识到“汤武革命”———他们更多地是使用“汤武放伐”这个说

法———这一主题在政治文化上的严重性。 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儒家的思想系统中，“汤武革命”有可

能助长以下犯上、改朝换代的革命，这与维护三纲六纪，特别是皇帝绝对神圣性的儒家原则，有难以化

解的深刻矛盾。 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这种皇权需要“以德配天”的说法，和日本现实中的天皇与

“神”相连，因而世世代代延续，也有不可调和的地方。 因此，在山崎闇斋门下，就发生了有关“汤武革

命”的激烈争论。① 佐藤直方（さとう なおかた，１６５０—１７１９）觉得，汤武革命是对悖逆天道的桀、纣
的讨伐，应当是正义的，然而浅见絅斋（あさみ けいさい，１６５２—１７１２）则认为，以下犯上的汤武是不

合法的。② 正如学者看到的，这一争论表面上讨论的是古代中国历史，实质上背后意涵都涉及日本现

实政治。 如果直截了当地说，就是（１）日本能不能彻底改朝换代，也就是“易姓革命”，不再万世一系？
（２）更进一步，就是幕府将军能不能废除天皇，自己当名实相副、集大权于一身的“日本国王”或“日本

皇帝”，换句话说，就是能不能“换人做做看”？ （３）废除或取代天皇，会不会涉及政治伦理上的“忠
诚”或“叛逆”，在历史上将如何评价？ （４）有力量的人如果取代天皇，成为集政治、宗教、文化权威于

一身的集权君主，日本那些贵族与地方豪强能够容忍和接受吗？ 这在日本几乎是不可能，可是相反，
这在中国却可能。

我一直觉得，“专制”或者“集权”并不是一个纯粹概念，而是一个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现象，究竟这

个国家是不是“专制”或者“集权”，辨析概念来源以及精确定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考察历史中

的三个现象，并以此作为指标：一是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如何？ 是政治、宗教、知识的权威三位一体，因
而乾纲独断、圣上英明，以至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是臣下像日本的幕府一样，可以“另立中央”，
把文化、政治、宗教权力适当分化？ 如果是前者，当然就是专制的皇权；二是帝国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如

何？ 是帝国权力通过官僚系统像毛细管一样渗透到地方（郡县制），还是地方始终拥有相对的行政、
司法、财政独立性（封建制），如果地方官员必须由帝国任命，地方司法必须依据帝国统一法律，地方

财税收入随时可能被帝国征收，地方民众都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那么，当然这就是帝国的集权；如果

地方首长可以世袭，地方民众归属而且认同这些世袭的诸侯或藩主，而且观念中居然是“诸侯，国家

之君也”，③那么也许这就不能称之为“集权”；三是考察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简单

地说，在中古中国，从 ５ 世纪延绵到 ７ 世纪的“沙门不敬王者”之争论，在盛唐时代终于结束之后，古
代中国的宗教权力始终是匍匐在政治权力之下，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只能充当儒家学说的辅助，④甚

至连宗教教义也常常要皇帝裁决，就像唐代宫廷的“三教论衡”和清代皇帝的“拣魔辨异”。 但日本的

佛教寺院却不同，他们与“公家”“武家”并称“寺家”，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力以及可观的军力，而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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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伊藤仁斋（いとう じんさい，１６２７—１７０５）《孟子古义》已经注意到“汤武革命”还是“汤武放伐”这一问
题。 参见渡边浩：《日本政治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０ 年，第五章，第 １０９—１１０ 页。
关于山崎闇斋门下有关“汤武放伐”的争论，参见丸山真男：《闇斋学と闇斋学派》，“日本思想大系”第 ３１ 卷《山崎
闇斋学派》，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０ 年，第 ６０１—６７４ 页。
这是江户中后期（１７９６）高野泰助《昇平夜话》上篇卷一“本务当务”、卷二“政事”中的话，转引自松田宏一郎：《江
户の知识から明治の政治へ》，东京：ぺりかん社，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９ 页。
《旧唐书》《新唐书》均记载，唐代朝廷有规定，宗教徒不仅要拜见皇帝，而且“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除此之
外，佛教与道教的最高领袖僧统、道统，需要得到中央政府任命，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不能拥有军队，佛教与道教
基本上不可以干预世俗政治事务。 所以叫作“方外”。



形成的“檀家制度”更使得它与社会各阶层结成紧密的关系。① 佛教僧人也常常介入实际政治，一方

面，禅僧们长期充当精英文化的传播者和国际事务的担当者，②另一方面，佛教也会形成对抗中央与

地方权力的力量，就像“一向一揆”，净土真宗一向宗以石山本愿寺为核心，形成的圣战自治组织，甚
至可以与各地大名们匹敌。 这一点，你只要想一想织田信长为什么要火烧延历寺（１５７１），攻打石山

本愿寺（１５８０），就可以明白。
总而言之，无论在皇帝与臣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政治与宗教这三大关系上，中国和

日本都相差很大，也许，这就是中日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在这一篇里，讨论的主题就是皇帝（或
天皇）与臣下（或者幕府）的关系，至于中央与地方、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我们将在中篇与下篇中接着

讨论。

中篇：郡县与封建：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

上篇提到了《忠臣藏》。 这里就再从这个故事开始。
《忠臣藏》是日本的一部歌舞伎戏，１８ 世纪中叶开始上演。 但是它说的是江户时代的一件真事，

发生在日本的元禄十四年，清代康熙四十年，也就是 １７０１ 年的三月，也叫作“赤穗事件”。 那一年，在
江户参加接待朝廷敕使（天皇之代表）活动的赤穗藩主浅野长矩（１６６７—１７０１），用腰刀砍伤了吉良义

央（也叫吉良上野介，当时江户幕府高家肝煎即大领主，１６４１—１７０３）。 当时，幕府将军德川纲吉（と
くがわ つなよし，１６４６—１７０９）很生气，不分青红皂白，裁定浅野长矩即日切腹，并且声称要撤销赤穗

藩，当天，浅野就在田村右京太夫邸切腹自杀。
这就是所谓“赤穗事件”的开端。 赤穗是靠近濑户内海的一个藩。 事情发生后，浅野家的两个家

臣（早水藤左卫门和萱野三平）匆匆从江户出发赶回赤穗藩，把事情告诉赤穗藩的首席家老大石良雄

（内藏助，即所谓“忠臣藏”），大石良雄马上召开家臣会议。 一方面试图要求幕府撤回成命，复兴赤穗

藩，一方面处心积虑要为主人复仇。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他们决定刺杀吉良义央，虽然这时吉良也觉

得不安，宣布退隐躲藏起来。 但 ４６ 个忠于浅野长矩的义士，终于成功夜袭吉良宅邸，刺杀了仇人，并
把首级带回泉岳寺用来祭祀主人，并且全体在原地静等官府的裁决。 由于复仇虽然符合“义”，却触

犯了“法”，将军德川纲吉裁定他们切腹自杀，于是，四十几个义士以庄严的武士礼仪切腹自杀，死后，
他们和主人浅野长矩都被隆重葬于泉岳寺。

这件事情，被日本视为表现了武士的忠诚。 那么，这里就有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要问，他的

忠诚是忠诚谁呢？ 要忠诚于自己的藩主（主人），就可以不听命于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地位更高的幕府

将军，甚至不尊重普遍性的法律吗？ 藩主和武士的这种生死相依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牢固，而且受到

日本社会长久的支持和赞扬？ 究竟为什么，藩主可以有这样大的权威，甚至在他死后也并不“树倒猢

狲散”，让手下的武士群体不惜性命为自己复仇？
从那时到现在，很多日本学者比如江户时代的林信笃（凤冈，はやし ほうこう，１６４５—１７３２）、室

鸠巢（むろ きゅうそう，１６５８—１７３４）、荻生徂徕（おぎゅう そらい，１６６６—１７２８）、太宰纯（春台，だざ
い しゅんだい，１６８０—１７４７），一直到现代的丸山真男（まるやま まさお，１９１４—１９９６），都对此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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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谓“檀家制度”，即 １４ 世纪以后，净土、净土真宗、曹洞、日莲等新佛教各自形成大规模的教团，上至皇室（京都
真言宗的泉涌寺）、德川将军（江户净土宗的增上寺），下至一般民众，都是某个寺院的信众，这个寺院就是他的
“家”，家族死后的葬式、追祭都由这个寺院负责。
像日本天皇与将军往往会成为佛弟子或受戒者，奉僧人为国师，而禅僧也往往作为外交使节与中枢文胆。



造成传统日本社会伦理的冲击和困境有过议论，众说纷纭。① 美国非常著名的日本史专家，曾经担任

过哈燕社社长的阿尔伯特·克雷格（Ａｌｂｅｒｔ Ｍ． Ｃｒａｉｇ），也在《哈佛日本文明简史》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中，也特别注意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 他说，这一事件表现了日本政治文化的三

个特征，一是德川时代大名的权威得到幕府的支持，武士对主人的“绝对效忠”内化成一种“宗教性质

的责任”；二是法律在德川时代已经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对主人的绝对忠诚虽然表现了日本式的

“道德纯洁”，但是道德与法律冲突，在两难处境下，他们这些道德勇士不得不死；三是那个时代，这种

武士的忠诚与理想不是男性的专利，而是普遍民众的道德追求。②

但我觉得仍然需要再往下追问。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国家的法律与个人的道德会冲突？ 为什

么忠诚不能在国家（朝廷、幕府）和地方（大名、藩主）之间协调统一？ 为什么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不
仅超越了对国家的责任，而且超越了个人的生命？ 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不仅涉及政治伦理，也
就是丸山真男《忠诚与反逆》这部书的内容，更涉及日本传统国家的重层结构，也就是今天我要讨论

的一个话题，即在日本的国家内部和政治结构中，地方势力为什么如此强大，大到可以和天皇、幕府分

享武士的忠诚；而中国的地方势力，为什么只能服从于皇权，在伦理上只有效忠皇帝，才可以算是“忠
臣”？

这涉及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治文化上的一个结构性差异，也就是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究竟是

“郡县”还是“封建”？③

（一） 成为律令制国家了吗？ 日本的双重体制与重层结构

在上篇中，我曾讲到传统日本国家的顶层权力，不像传统中国那样呈金字塔结构，天皇（或将军）
并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始终独一无二地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 在 ６ 至 ７ 世纪古代日本国家形成

过程中，先是天皇与贵族的联合体制，到中世之后更逐渐形成“天皇—幕府”这样的双重体制，以及

“天皇—幕府—大名”这样的重层结构。 其间或许有短暂的曲折，比如镰仓幕府瓦解后有后醍醐天皇

（ごだいごてんのう，１２８８—１３３９）短命的“公家一统”（１３３３—１３３４），④但总的来说，中世以后的日本

基本上维持了这种“双重体制”和“重层结构”。 因此，日本始终不像中国那样，权力全部集中到皇帝，
中央可以对地方进行垂直的直接管理。 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日本天皇（或幕府）的权力触角，并不

像中国皇帝那样可以通过帝国行政系统与各级官僚，强有力地从中央延伸到地方，管控基层社会的方

方面面。 所以说，在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上，传统日本和传统中国还是很不一样的。
请允许我再作一些解说。 什么是传统日本的“双重体制”？ 简单地说，就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

初，天皇就不是秦汉以后中国皇帝那样的“普遍王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他无法垄断全部神圣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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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信笃《义士挽诗》《复雠论》、室鸠巢《赤穗义人录序》、荻生徂徕《论四十七士事》、太宰纯《赤穗四十六士论》等，
这里不一一引述。 其中，只有荻生徂徕持略为负面的看法，认为是“一朝之忿”“匹夫之勇”，导致赤穗国之灭，大
多数学者都认为，这表现了日本传统里下对上的“忠诚”。 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
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年）指出，近世后半期围绕此事“无休无止的论争”，表明这是“封建的主从关系”与“幕府的统一
政权”之间的明显冲突。 第 ４６ 页；按：日文原文中，丸山真男用了“致命的の铁锤”一词，形容它对日本社会的忠
诚与叛逆之伦理给予的冲击。
阿尔伯特·克雷格（Ａｌｂｅｒｔ Ｍ．Ｃｒａｉｇ）：《哈佛日本文明简史》，李虎、林娟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４ 年，第
８０—８２ 页。
有关“郡县”与“封建”的问题，张翔、园田英弘编《“封建”·“郡县”再考：东アジア社会体制论の深层》（东京：思
文阁出版，２００６ 年）值得参考。
后醍醐天皇的“建武新政”，试图建立集权的专制体制，有人认为是“受到宋朝的君主独裁制度以及朱子学、宋学
的影响”，網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刘军、饶雪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也同意这一说法。
第 ２３８ 页。



绝对性，①世袭的贵族家与天皇家往往分享权力。 特别是在中世以后，所谓“公家”即天皇朝廷之外，
幕府将军即“武家”（甚至还要加上宗教势力即“寺家”）始终是“王与马，共天下”，以不同形式分享着

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那么，什么是传统日本的“重层结构”？ 就是尽管天皇是“神”，幕府是“国王 ／
大君 ／将军”，但日本的地方首领始终很有权势，而且是世袭的，即传统中国所谓“封建制”。 日本历史

上这种“封建制”从来就没有真正和彻底的改变过，②从古代日本的贵族，到中世和近世的守护大名，
他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武装、俸禄和领地，并控制着大大小小的庄园领主。③ 他们仿佛古代中国春秋

战国的诸侯，名义上拥戴共主，实际上各自为政，世代相袭，无论是在日本的飞鸟、平安时代，还是镰

仓、室町时代，还是德川将军威势达到顶峰的江户时代。
然而传统中国却不同。 从秦朝统一之后，此前“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

止”的局面就基本结束。 正如李斯所说，从此“天下已定，法令出一。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

令辟禁”。④ 汉承秦制，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强干弱枝”，此后的传统帝制时代，中国基本上是

中央直接管理地方的“郡县制”。 历史上，各朝各代虽然时时有分封诸侯之举（如西晋、明代），也往往

有雄藩逞强之势（如唐代的藩镇割据），但总趋势还是中央直接控制地方，或者中央要直接控制地方。
而且经由察举与科举，传统中国建立起人数众多、上下流动的文人官僚队伍，在中央任命下代表朝廷

管理地方；⑤更加上从秦汉时代起，帝国就“去地方军事化”，即取消了地方的军事力量，并在中古时期

（汉—唐）逐渐使得贵族制度逐渐瓦解。⑥ 正因为如此，秦汉以来尽管先后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

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一直到“明代宸濠之乱”，但大体上很少有日本所谓“下尅上”，即地方诸

侯成功反对中央皇权的现象，除非整体地改朝换代。
特别要强调的是宋代以来的历史变化。 正如南宋人叶适观察到的，“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

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

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⑦ 宋代皇帝不仅“惩五代藩镇专恣，颇
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形成地方官员互相监控的格局，⑧还对路、州、县长官采取回避本贯

（或寄居地）、回避祖产（或妻家田产）所在地、回避亲属的规定，阻止地方势力的滋长。 加上财政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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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所谓“普遍皇权”，指的是皇权不仅垄断了政治权力，而且垄断了宗教神权和知识真理的权力。 参见《史华慈、林
毓生对话录———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和现代思想、文化与政治的感想》，林毓生：《思想与人物》，第 ４３９—４６８ 页。
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封建、郡县论のふたつの论点》中列举了不少例子，指出过去有学者对镰仓至江户幕府之前
的日本是否一直是“封建”颇有疑问，觉得日本应当是“封建—郡县—封建”的历史过程（如本居宣长《本居宣长随
笔》卷十一、幕末时代的国学者大国隆正《驭戎问答》卷上）；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古代是郡县制，后来是封建制（如
荻生徂徕《徂徕先生答问书》卷上、太宰纯（春台） 《经济录》卷一、赖山阳《通议》卷一）。 见张翔、园田英弘编：
《“封建”·“郡县”再考：东アジア社会体制论の深层》，第 ２５６ 页。 但是，我还是同意水林彪《历史学的概念とし
ての“封建制”と“郡县制”》中的看法，由于日本地方势力的强大，与中国相比较，日本始终应当是“封建制”。 见
同上书第 ４２—４３ 页。
这种拥有土地、庶民和武士的大名，下面还有直接管理地方的庄园领主，或叫“名主”（多见于东日本），或作“庄
屋”（多见于西日本），或作“肝煎”（多见于九州）。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 ２４６、２５５ 页。
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把中国历史上皇权与官僚体制叫作“家产制国家”，孔飞力（Ｐｈｉｌｉｐ Ｋｕｈｎ）把它叫作“君主官僚
制”。 周雪光则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这个支配形式中，皇权与官僚各有合法性基础，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权
力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权威的祖宗之法和君权天授的卡里斯玛权威，体现在“德治天下”；而官僚体制的合法性源
于自上而下的“授权”，集中表现在“向上负责制”。 这个分析很有道理。 参见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
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７ 年，第 ６３—６４ 页。
这就是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自序》中所说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皇帝与贵
族共治，只是中国史上“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而皇权独大才是中国史上的常态。 第 １—２
页。
叶适：《外稿·始议二》，《水心别集》卷一○，见《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 年，第 ７５９ 页。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 ３７６８—３７６９ 页。



由中央控制，“诸州财赋于度支经费外，番送京师，总于三司”，留在地方的部分，地方官“非条例有数，
不敢擅支”。① 因此，中国历史上这一集权化的趋势越来越厉害。 不仅在军事力量、行政官员、财赋收

入上完全的中央化，而且州县之下的地方基层，从唐宋到明清，管理方式越来越完善和严密。 州县以

下，代表官府治理和管控地方的，唐代地方有里正、村（坊）正，宋代县衙有胥吏、弓手，明代初期更有

可以“赴京面奏”，与地方官府相互监督的耆宿。② 在明清两代，朝廷更是不断强化与完善地方的里甲

或保甲制度，用以征缴赋税和维护治安。③ 因此，帝国的权力就如同水银泻地，几乎无孔不入地渗透

了中国社会，地方官员只是代替中央收税和维持地方秩序的代理人，④绝不可能形成“国中之国”，成
为敢与朝廷叫板的封建势力。

但日本真是不一样。 江户时代的荻生徂徕曾经有一个比喻。 他说，天皇就像东周时代“共主”，
这个比喻很有深意。 躲在洛阳的周王虽然是“共主”，但只是名义上的，他用“东周”这个比喻，说明日

本实际上就像秦汉之前中国的东周时代那样群雄割据。⑤ 在传统时代的日本，无论是天皇还是将军，
都未必有绝对的控制力，相反，贵族和地方却时时有某种过大的力量，无论是早期的物部氏和苏我氏，
还是摄关政治时代的藤原氏和源氏，都仿佛中国东晋时代的“王与马，共天下”，即皇帝与贵族共治，
他们对政治有极大的发言权。⑥ 就是幕府将军权力最大的德川时代，也只是所谓“幕藩体制” （ばく
はんたいせい），地方大名还是很强大，二百多个地方大名，除了少数之外，大都各自为政。 １６ 个最大

的藩中，至少有 １１ 个是外藩，他们占有全日本四成以上的土地，甚至拥有远远超过规定数字的军队

（像萨摩藩有 ２８ ０００ 武士，超过限额两倍；长洲藩有 １１ ０００ 名武士，也超过限额很多）。 所以，在明治

维新时期，当日本学者们不仅了解中国，也看到了欧洲的时候，就对日本这种国家形态进行比较和反

省。 有人从历史上指出，习惯上大家都以为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其实日本和欧洲才很相像，因为都是

封建制；和中国完全不像，因为日本压根儿没有实现真正的郡县制；也有人根据这类国家形态，思考日

本所应选择的近代转型道路，说由于日本和欧洲的国家形态与社会状况相类似，反而和亚洲尤其中国

不一样，所以应当“脱亚入欧”，走欧洲国家的近代化或文明化道路。
也许有人会质疑说，日本古代国家的建立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隋唐国家制度吗？ 日本在 ７

世纪不是全面引进了隋唐的律令制吗？ 比如影响巨大的日本学者西嶋定生（にしじま さだお、
１９１９—１９９８）就说，律令制国家是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之一。⑦ 但实际上，日本古代国家和隋唐以及此

后的中华帝国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日本从一开始形成古代国家，就不像中国“秦王扫六

合”那样所谓“六国灭，天下一”，而是“六国不灭，天下不一”，是由各个豪族共同体在相互联合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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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论制国用劄子》，《庄简集》卷八；转引自黄宽重：《宋代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运作———以县为主的考察》，
见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台北：中研院及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９６ 页。
朱元璋：《大诰续编·耆宿第八》，见《全明文》第 １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 ６２８ 页。
明代洪武十四年规定，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分为十甲，里有里长，
甲有甲长，“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见《明太祖实录》，台北：中研院影印本，１９６２ 年，第 ２１４３ 页。 这是
明代通过赋役把编户齐民规整化的措施。 到清代，更形成治理地方基层社会的两大机制，即负责“催督钱粮”的
里甲和负责“缉盗安良”的保甲，这一严密的地方社会管控方式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一直影响到如今。 参见刘铮
云：《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第 ４１９ 页。
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００ 页。
吉川幸次郎：《仁斋、徂徕、宣长》，第 ２１４ 页。
简单说，５ 至 ６ 世纪，日本两大贵族权臣苏我氏和物部氏，就很有势力，他们之间的争执决定了佛教能否作为国家
信仰；７ 世纪，天皇家与外戚苏我氏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密切，在皇极天皇即位之后，天皇的继承往往受到苏我氏的
影响；到 ８ 世纪即奈良时代，藤原氏由于与天皇联姻的缘故，权势极大；而 ９ 至 １１ 世纪所谓的摄关政治，即天皇未
成年时期，摄政代行天皇政务，天皇成年之后，又有关白在辅佐朝政。 日常处理国家事务的公卿会议中，以太政官
为中心，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中纳言等贵族出身的官员，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西嶋定生：《古代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李成市编，岩波现代文库，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００ 年，第 ５—６ 页。



中构成的。 就连后来被认为是日本古代国家成熟的标志性事件“大化革新”（６４５），有学者说，其实也

不过就是以“大王”（天皇）为中心，对这些地域共同体的初步统合。 而日本最初的古代国家，也只是

由畿內（即大和、河内、和泉、摄津、山城）五国地区的豪族，形成以“大王”为中心的联合政权，然后才

对周边逐渐征服，形成古代日本的国家，故而学界对那个时代的日本国家有所谓“畿內政权”的说法。
尾藤正英（びとう まさひで、１９２３—２０１３）曾指出，“根据‘畿內政权’这种说法，大王（天皇）的权力，
并非中国那样的专制型，而只是行使强大豪族制约下的权力，而这样作为氏族联合体的中央政府的性

质，在律令制导入后也继承下来，故成为太政官合议制”。① 也就是说，古代日本天皇的集权，远没有

中国皇帝那么厉害。 朱熹曾说，秦始皇以后，“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②秦汉之后，中
国的皇帝发出圣旨，马上逐级层层下达，仿佛地动山摇。 我们常常看到所谓“钦差大臣”“尚方宝剑”
“口衔天宪”之类的词语，就知道中国皇权的厉害。 所以说，古代中国一切权力，一切利益，以及一切

合法性，都必然地来自皇权，这一点儿也不错。③
而日本呢？ 朝廷也罢，幕府也罢，中央政府并不具有那么绝对的权力，尽管古代日本比中国地盘

小，但各个地方却仿佛军阀割据。 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初，不是也曾试图实行“国—
郡—里”这样逐级管理的行政制度，并且国置国司、郡置郡司、里置里长吗？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日本最初计划的这种整齐划一类似金字塔式的国家结构，大多还只是理想或者设想，最多是朝廷

有意识的推动，但并没有真正的建立，更谈不上完善。 正如網野善彦（あみの よしひこ、１９２８—２００４）
所说，日本的这种“双重统治关系”，源于日本国家形成之初“律令制国家的早熟”。④ 为什么说是“早
熟”？ 原因很简单，７ 世纪后半叶到 ８ 世纪初期，即所谓日本国家与天皇制度形成的关键时期，确实从

中国传来了隋唐的律令制度。 然而这时候的日本，虽然一方面模仿隋唐整齐划一的律令制国家，试图

形成国家直接控制的垂直体系，也就是从国家到地方到民众的管理系统，并按照中央集权的官职制

度，设立太政官、大弁官和六官（后来在大宝年间改为八省即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刑部、兵部、大
藏、宫内），试图把贵族的氏姓等级与任职的官阶等级配合，同时“按照地区编制民众”，５０ 户为一里，
把每个帝国臣民都纳入编户齐民；但另一方面，大和政权是各个山头合议联盟，天皇或朝廷没办法完

全消除贵族 ／诸侯们的地位和势力，中央的贵族和地方的豪强，仍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军事力量和

经济资源。⑤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在 ７ 世纪。 可是，７ 世纪中叶，天智天皇在白

村江战败（中国称为“白江口之战”，６６３）后，为了维护皇权，不得不承认贵族的力量，把贵族各氏分为

“大氏”“小氏”和“伴造”，赐予大氏以大刀，小氏以小刀，伴造以盾牌弓矢，并承认氏族首领对民众

（民部、家部）的支配权。 当然，天皇为首的公家（朝廷）始终没有放弃统合国家的努力。 接下来的 ７
世纪后半叶，从天武天皇、持统天皇到文武天皇（６７３—７０７ 年），表面上看，整体趋势是在试图建成中

国式的集权国家。 这里的策略包括：（１）按照律令制国家的方式，进行中央官制改革，在 ６８４ 年颁布

“八色姓”，６８５ 年颁布 ４８ 阶爵位，规范俸禄，重新调整氏、姓的等级；（２）把全国划分成七道（东海、东
山、北陆、山阴、南海、西海），修建直通各地的大道，按 ５０ 户为一里整顿地方，以服色来区分良民与奴

婢；（３）颁布《大宝令》与《养老令》，编纂《古事记》与《日本书纪》。 很多学者甚至认为，日本国名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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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历史》，第 ３２ 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四，见《朱子全书》第 １８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
４１８９ 页。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见《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７６ 年，第 ４７—７５ 页。
網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第 ７１ 页。
大隅清阳《律令官制と礼秩序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２０１１ 年）也说，“与中国相比，大宝、养老令时代的日本
之礼，限于狭义的政治性秩序，它试图建立的是以天皇为顶点的，单纯的向心性构造的国家”。 但是这种努力似
乎很漫长，最终也并没有彻底。 第 ３５０ 页。



皇称号，也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 因此，这本来是日本效仿中国律令制国家的模式，建设中央集权国

家的关键时期，①这就是江户时代一些日本学者所谓的“本邦上世，国有司有造，郡有领，县有主，郡县

之制也”。② 但是，如果以中国秦汉之后日益完善与成熟的郡县制与它比较，实际上，由于日本传统贵

族豪强的势力太大，也就是这种高度同一的律令制国家，实际上是“早产”，也就是“早熟”，日本天皇

并不具备秦王扫六合或汉平定七国之乱的集权条件，因此，试图高度统合的国家（皇权），与极为强盛

的贵族和豪强（封建），就仿佛一个三明治，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互相对峙，夹心的国家与社会形态。
也许可以借用“土豆泥”和“沙拉”这种不太合适的比喻，来说明传统国家内部整合的程度。 如果

说秦汉以来的中国，基本上是把帝国内部同一化，依赖郡县制，中央直接任命地方首长，直接掌控地方

赋税，地方不再拥有军队，从而形成了土豆泥式的统合。 那么，日本在 ７ 世纪虽然也建立了律令制国

家，但是，中央并无能力彻底整合和掌控地方，各个地方势力不仅在政治上很有力，在经济上也越来越

强大，③这使得日本不过就是一盘沙拉，而且沙拉里面的土豆块儿还很大。 日本古代国家的这种双重

体制和重层结构，经过承久之乱（じょうきゅうのらん，１２２１），随着武家的力量越来越强，国家不能不

依靠武士对地方控制，终于在镰仓时代形成公家和武家（当然还有寺家）并峙的局面。④ 正如尾藤正

英所说，“１２ 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以来，朝廷渐渐失去作为公权力主体的性格，１４ 世纪‘建武新政’失
败以后，足利氏的室町幕府实质上成为中央政府，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家的公权力就集中在这里了。
镰仓、足利时代的政治统治是以庄园制（或者庄园公领制）为基础的，它不仅是武家幕府，也是朝廷

（天皇与院、以及贵族）、强有力的寺院和神社的，他们作为各自庄园的领主，分享着国家的公权

力”。⑤ 这里说的分享公权力的武家幕府、朝廷、寺院与神社，也就是黑田俊雄（くろだ としお，
１９２６—１９９３）所谓“武家”“公家”与“寺家”这三个“权门”，而三个“权门”之下，是割据地方的地方守

护和豪强们。
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这一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尽管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各种地方势力

也有起起落落，德川时代幕府权力有所加强，但这种封建制的延续性仍然很强。 有学者指出，以战国

时代（即日本室町幕府后期到安土桃山时代，１４６７—１６００）为例，各地的控制者大多数不是过去的守

护大名，就是过去的守护代，前者如细川、大内、岛津、土岐、大友、今川、六角、武田，后者如上杉（长
尾）、朝仓、三好、织田等。 就算原本不是守护大名或守护代的，也是出自幕府时期的大官僚，如后北

条等。⑥ 在江户时代，这些地方大名实际上依然在政治领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在幕末时期遭遇

“黑船事件”，面临“锁国”还是“开国”的巨大挑战时，决定日本国运的仍然是天皇、幕府和大名三方

力量。 其中，大名 ／藩主的作用相当重要，不仅仅是“萨（摩）长（洲）联盟”在倒幕过程中，凭借力量促

成幕府“大政归还”，就连是否决定签订日米和亲协议和日米通商条约的过程中，他们也是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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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世纪下半叶到 ８ 世纪初期，天武天皇、持统天皇到文武天皇时期的国家建设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相当明
显。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原来作为日本国家基础的几个大诸侯，诸如大和、河内、摄津、山城、和泉，势力很大，朝廷
不能不有所忌惮，所以，最终这一集权的理想和分权的现实，使得日本既有中央统一权力，又有大量的封建势力。
《侗庵初集》卷四，转引自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封建、郡县论のふたつの论点》，见张翔、园田英弘编：《“封建”·
“郡县”再考：东アジア社会体制论の深层》，第 ２５８ 页。
８ 世纪以后，日本庄园很发达，到了 １０ 至 １１ 世纪，随着律令制国家那种成年男性为中心的户籍课税制度的崩溃，
日本国家改用对地方大农户课税的制度，等于是中国所谓的“土地兼并”，加上贵族与大寺院在封地与建筑周围
的大量开垦，形成与“寄进地系庄园”不同的“垦田地系庄园”，这些土地不向国家纳税（不输），这些田地与农民，
成为各地地方豪强独立于国家的实力基础。 参见佐藤信等编：《详说日本史研究》（改订版）第一部，东京：山川出
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３ 章，第 １１２—１１３ 页。
保立道久《平安时代》（岩波日本史第三卷，章剑中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三章说，１１ 世纪中叶以后，
“国家的统一就需要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使得武家的首领遍布全国的国衙、庄园领主之中”。 第 １４７ 页。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历史》，第 １３８ 页。
今谷明：《战国时期》，“岩波日本史”第 ５ 卷，吴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９２—９３ 页。



的力量。① 就像《明治天皇》一书作者基恩（Ｄｏｎａｌｄ Ｋｅｅｎｅ）所说，“在这样的时刻，幕府需要大名的支

持，不仅包括那些与德川家结盟的大名（谱代大名），还包括那些奉行更加独立路线的大名（外样大

名）”。
因此，应当说（日本的）封建制（天皇—幕府—大名 ／藩主）与（中国的）郡县制（皇帝—六部—省

州府县），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和中国，各自走上政治文化上的不同道路。
（二） 皇权下县：中国的郡县制与科举制

回过头来看古代中国。 秦汉之后中国的郡县制，和大化革新之后日本的封建制，正是中日传统政

治文化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差别之一。
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国郡县制奉行的是韩非设计的原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

来效”，②也就是皇帝集权以控制地方的方式。 自秦汉统一之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就朝着“裂都会而

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这一方向走。③ 这种制度带来若干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第一，由
于国家实行郡县制，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级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对地方财政税收和法律制度

进行管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非常强大；第二，由于统一国家有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
他们推行的政治伦理和道德风俗，经由各级地方政府与官吏，渗透和影响着基层社会，在逐渐消除各

地的伦理与文化差异；第三，由于地方的“去军事化”，中央政府的军事控制和政令传达，也就像水银

泻地无孔不入一样，把传统汉族中国逐渐统合为一个共同体，来自地方官员的反叛或者改革往往很难

成功，颠覆和改变往往仍然是自上而下。 用《汉书·贾谊传》的话说，郡县制的长处就是“令海内之

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④

过去，有学者曾认为传统中国的“皇权不下县”，⑤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对的。 为什么是不对的？ 我

们看几方面：
第一，秦汉以来实行郡县制，帝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是很深入很有效的。⑥ 用考古资料来说，从

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和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国简牍中，你会看到秦的洞庭郡迁陵县，三国

吴的长沙郡，居然有那么细致的户籍管理、赋税管理。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国家力量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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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纳德·基恩（Ｄｏｎａｌｄ Ｋｅｅｎｅ）：《明治天皇：１８５２—１９１２》，曾小楚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６—２７
页。 他指出，“黑船事件”发生后，福冈藩的黑田齐溥（１８１１—１８８７）对于日本不能保持“闭关锁国”的意见，就相当
有影响；而萨摩藩的岛津齐彬（１８０９—１８５８）则主张暂缓接受美国人要求的意见，也很有影响。 此外，天皇也成为
不可忽视的因素，他说，当“这些力量加起来仍不够应付这个新危机，他们还需获得天皇的帮助，即使天皇手头并
没有一兵一卒或一枪一炮。 事实证明，一旦树立了实现咨询天皇的先例，接下来几年幕府要忽视天皇的愿望将变
得非常困难”。 第 ２９ 页。 参见上篇。
《韩非子·扬权》，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二，钟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 ４４ 页。
这是柳宗元《封建论》中的话，见《柳宗元集校注》卷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８５—１８６ 页。
《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 ２２３７ 页。
关于“皇权不下县”的说法的来龙去脉，参见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４４ 页。
鲁西奇指出，“严格的户籍制度，是专制主义集权制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其得以建立、维系的基础。 正是
通过户籍制度，专制国家才得以控制民众的居住、移动、财产乃至婚姻与家庭，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土地、山林等基
本经济资源，从民众手中掠夺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征发民众的劳动力资源作为保障国家安全、扩张的军事力量，
以及维系专制主义国家普遍都有的大规模国家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维护，甚至通过户籍制度，推行教化，宣扬专制
国家最为需要的、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从而达到对民众在政治身份、经济地位、社会角色、文化认同等
各方面的全方位控制”。 见鲁西奇：《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第 ７５ 页。



已经多么深地渗透到基层社会。① 正如萧公权《中国乡村》所说，从秦汉到晚清的传统中国，皇权如此

深入地控制基层社会，主要考虑是“秩序”，既是为了防止民众“铤而走险”，也是为了使臣民接受或认

同帝国统治，还是为了监视臣民维护秩序稳定。②

第二，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汉代以后表面上是儒家主导，实际上是阳儒阴法，即汉宣帝所谓“霸
王道杂之”。 即使有所改革，但从商鞅到王安石一路下来，大趋势是中央对地方控制越来越严厉和细

密。 有学者据出土秦简指出，秦代的地方官吏，都由皇帝与朝廷任命，郡守掌握财政权，郡尉掌握人事

权，郡监御史掌握司法权，三府互相鼎立也互相牵制；也有学者指出“中央政府对地方不仅层层监察，
同一行政科层之间亦加以分割，不使任何一个官吏、官署独揽大权”。③ 即使所谓地方或家族的“私
法”，其实，也只是对“公法”的补充。 尽管到了汉代，逐渐有所变化，设立有诸侯国，但这些诸侯国与

郡县并无太大差异，吴楚七国之乱后，原来诸侯王的权力被中央限制，因此秦汉以来，这种中央控制地

方的大趋势并没有根本变化，“作为国家或中央朝廷与地方社会、民众接触的舞台，郡、县承担了征收

租赋、征发徭役、维持治安、实施审判等这些职能”。④ 特别是到了明代初期，几乎是通过制度与法令，
把整个基层社会完全格式化，这一点，你只要读一读明太祖的《大诰》三编就知道了。

第三，汉唐宋明，尤其是宋明两个以汉族为主的王朝，从皇帝、官僚到士绅，他们的理想都是“一
道德，同风俗”，把这种社会伦理道德风俗同一化视为“文明化”，因此努力建设的就是从地方到全国

的秩序井然，风俗淳厚，这一直是上上下下的理想。⑤ 因此，这种政治文化造成的传统中国，几乎可以

说国家力量仿佛毛细管布满全身。
此外，有一个因素更值得注意。 古代中国有科举制及文人阶层，而古代日本没有科举制及主要依

赖武士阶层，就使得这种政治文化的差异更加明显。 在中国专制皇帝之下，有促成相对流动的科举制

度，不断有新的官僚生成，抵消了可以与皇帝分庭抗礼的贵族阶层和地方势力；有庞大的官僚系统与

郡县制度，以及士大夫构成的官僚系统，帮助皇帝直接管理与控制庶民，科举制度恰恰保证了这个观

念上、文化上和制度上相对同一的官僚系统的来源。⑥

（三） 从古代日本到近世日本：亲藩、谱代与外样

然而，日本却完全不同。 不仅从历史上看，日本传统国家不是郡县制却像是封建制（直到明治维

新才“撤藩置县”），而且正如前面说的，日本也始终没有科举制度（反而是武士阶层），地方管理者的

选拔也不是中国式的而是世袭制的，因为，日本一直有长期延续的贵族豪强，一代传一代；而各地又有

很有力量的藩主，不仅拥有众多武士（藩士）作为武装力量，还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任命官吏）、司法

（处理案件）和财政（税收劳役）权，他们代替（或者代理）朝廷（或者幕府）直接掌控着地方的民众。
中央与地方，究竟是完全垂直管控（中央任命官员与赋税直接控制），还是仅仅在形式上的统属

·１２·

葛兆光：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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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最新出版的渡边信一郎《中华の成立：唐代まで》（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２０ 年）就曾经用里耶秦简来讨论秦建立的郡
县制，指出秦代郡下面的县，行政长官，是中央派遣的县令、县丞、县主簿。 再往下则有吏曹、尉曹、户曹、金布曹、
仓曹、库曹、司空曹、狱曹、覆曹、车曹，分别负责人事、徭役、户口、货币、谷物、武器、刑徒、司法等等，然后下面还有
管理公田的田官、管理家畜的畜官、管理船舶的船官，更下一层还有曹啬夫、令吏、佐、史。 据说定员是 １０４ 人。 第
７７ 页。
萧公权：《中国乡村：论 １９ 世纪的帝国统治》，张皓等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２０１４ 年，第 ３ 页。
游逸飞：《三府分立———从新出秦简论秦代郡制》，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台北）２０１６ 年第 ８７ 本第 ３
分；又可参见游逸飞《制造“地方政府”：战国至汉初郡制新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２１ 年）之“导言”部分。
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展开》，朱海滨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序章，第 ３ 页。
参看葛兆光《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二编第三节《国家与士绅双重支持下的文明扩张：宋代中国生活伦理同一性的确立》中的论述。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之说，已经指出这一点，参见内藤湖南：《概括の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刘俊文主编：《日
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１ 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近来，在日本很流行的学者与那霸润也指
出过这一点，见与那霸润：《历史がおわるまえに》，东京：亚纪书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９７ 页。



（地方长官世袭与财政相对独立），这是有关一个国家专制程度很大的差别。 正如網野善彦所说，日
本就算是到了 １６ 世纪末 １７ 世纪初，也还是“大名领园和地方小国家”。① 天皇也好，将军也好，面对

强大的地方大名藩主，都不能不妥协。 １５８５ 年，基本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
１５３７—１５９８）曾经颁布过两个最重要的国策，一个是出兵征服“唐人”也就是向外扩张，另一个就叫

“惣无事令”，也就是禁止大名之间的私自战争，大名之间的矛盾，由丰臣秀吉调停解决。② 看上去，好
像幕府将军已经能够控制国家上下，但即使如此，幕府将军也不能随意处置地方的大名，比如经过

“关原大战”（１６００），德川家康（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１５４３—１６１６）再度统一天下，他也无法彻底实现

织田信长所谓“天下布武”，用绝对的武力建构绝对的权力。 就连与他争夺天下的西军统帅毛利辉元

（もうり てるもと，１５５３—１６２５），在被德川家康打败之后，德川家康也只能对他削除封地，减去俸禄，
让他从广岛迁到山口，虽然成为“外样”（边藩），但仍然是一方藩主。 最后，这个长洲藩，在幕末时期

则成为“倒幕”的主力，萨（摩）长（洲）联盟最终结束了两百多年的德川时代。 这当然是后话。
所以，即使进入江户时代，幕府将军的权力达到鼎盛，各地方势力也仍然非同小可。 原本就是各

个藩主联合起来的力量，在成功重建新政权之后，他们仍然要论功行赏，“封建割据”这个传统实在源

远流长。 我们前面提到，古代日本国家初建，实际上是“畿內政权”，未必能够直接控制各姓贵族和地

方豪强，直到中世以后的地方藩主，尤其是边远的大名，在天皇和将军的权力笼罩之下，也还能相对独

立甚至为所欲为。③ 到了江户时代，大名分为亲藩（尾张、纪伊、水户，即所谓“御三家”，这是德川幕

府将军的核心家族）、谱代（世袭的大名，可以参与幕府大事）、外样（关原之战后被迫服从德川幕府的

大名，如加贺、萨摩等）三类，看上去以德川家族为中心，有一个“核心集团”，而且理论上幕府将军对

地方诸侯拥有“国替”“转封”甚至“改易”的权力，在制度上更要求各地大名把妻子和直接继承人留

在江户，大名则要两年一度到江户拜谒将军，用这一方法来控制各个大名。④ 但实际上，那些处在边

缘的外藩力量相当强大。 比如，加贺藩的前田氏有 １２０ 万石领地、萨摩的岛津氏也有 ７７ 万石领地，⑤

他们虽然没有“亲藩”或“谱代”那种直接参与中央事务的权力，而且领地多在距离江户较远的边缘，
但幕府在自居“大公仪”（おおこうぎ）的时候，也不能不承认各地大名同时拥有“公仪”（こうぎ），默
认大名在地方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因此，有时候地方会反过来影响中央，成为促进革新和变化的契

机。⑥ 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幕末时期，原属“边藩”的萨摩、长洲、土佐、肥后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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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網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第 ２８８ 页。
比如 １５８５ 年 １０ 月，丰臣秀吉就发布命令，并且进攻拒绝调停的岛津，从而调停了岛津和大友的争斗。
比如与外国通商的权力，就常常被各地藩主垄断，像 １５ 世纪山口的藩主就长期垄断了对中国和朝鲜的贸易。
１５２３ 年 ５ 月 １ 日的宁波事件，其实就是因为周防（今山口）的大内义兴（１４７７—１５２９）派遣的遣明船（宗设谦道为
正使），用的是正德皇帝的新勘合，而山城国（今京都府附近）的细川高国派遣的遣明船（鸾冈瑞佐为正使，宋素卿
为副使），用的是弘治皇帝的旧勘合，本来这些勘合是明朝颁给日本国王的，没有用完要交还，但实际上，这些勘
合却落入强有力的大名手中，这也说明日本国王的权威日益衰退。 ———日本出现战国、南北朝的原因也在这里。
江户时代，幕府为了控制各地大名，实行了 “参觐交替制”“大名家臣人质制”和“大名留守居制”。 也就是（１）要
求大名每两年从封地到江户居住，并亲身拜谒将军参与议政，（２）大名必须在江户修缮居所，将妻子与直接继承
人留在江户作为人质，（３）各藩派遣官员在江户设立“留守居”，负责沟通中央与地方。
以 １６６４ 年为例，如果说日本全国的“石高”（以大米计算的赋税）约 ３ ０００ 万石，虽然尾张、纪伊、水户等德川家亲
藩即“御三家”分别占有 ６２ 万、５６ 万、２４ 万，但外样（边藩）大名仍占有很大部分，如：加贺藩（前田）：１０４ 万；萨摩
藩（岛津）：７３ 万；仙台藩（伊达）：５６ 万；熊本藩（细川）：５４ 万；福冈藩（黑田）：４３ 万；广岛藩（浅野）：３８ 万；长洲藩
（毛利）：３７ 万；佐贺藩（锅岛）：３６ 万；津藩（藤堂）：３２ 万。 据统计，幕末的庆应年间，全日本 ２６６ 个外样大名中，超
过 ５０ 万石的 ５ 家，超过 ２０ 万石的 １５ 家，超过 １０ 万石的 ３２ 家。 据《详说日本史图录》第 ８ 版，东京：山川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５４ 页。
例如藩主可以越俎代庖，擅自改变日本幕府的对外国际关系。 如萨摩藩 １６０９ 年对琉球的侵占，本来就不需要江
户的批准。 参见纸屋敦之：《东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と萨摩藩》，东京：校仓书房，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４ 页。



藩的倒幕，就成为了推动“大政归还”即明治维新的契机。①

室町、德川时代日本的守护大名，就如同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诸侯。 所以，无论是天皇朝廷还是

幕府将军，权力之手都不能直接深入地方基层。 传统中央皇权对于地方的控制，不仅是对赋税的予取

予求，还包括对人力的随意支配，在传统中国，这一控制功能是经由察举、科举等制度选拔出来的文职

官僚们来实现的，但是日本并没有察举和科举制度。 从《大宝令》 （７０１）、《养老令》 （７５７）中可以看

到，虽然日本曾经仿效唐朝，在中央设立由大学寮管辖的大学、地方各国设立由国司管理的学校，也有

“举人”“贡人”“秀才”，②但是这种制度并没有真的实施推广，很快就无疾而终。③ １１７７ 年，大火烧毁

大学寮，这一本来就形同虚设的选拔制度就此结束。 有学者指出，日本贵族势力的膨胀，直接决定了

天皇中央集权的崩溃，和与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的冲突，④这大概是不错的。 特别是，它一方面造

成日本社会上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固化，一方面造成日本没有由中央选拔和任命的文职官僚，代替中

央权力管理地方，地方大名就像“小国之君”一样，他的家臣们直接控制着地方的一切，包括军事力

量、赋税收入和编户齐民。
这是不同的历史进程造成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在日本早期国家与制度形成的时代，虽然一开始

就把天皇作为天照大神子孙，但直到 ９ 世纪桓武天皇时代，平安京还是天皇和藤、橘、源、平四氏共同

控制朝廷。 《新撰姓氏录》（８１５）一方面强调天皇家族的神圣性，天皇没有姓氏，仿佛高不可攀，就好

像《老子》所谓“当其无，为车之用”，以一“无”御万“有”，但另一方面，也要给贵族豪强一千多姓氏确

立来源、搭配神祇和明确等级，实际上等于是承认了他们世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
以前，中国造反派的祖宗陈涉曾经说了一句名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⑤可能中国没有，但偏

偏日本的王侯将相是有“种”的。⑥

（四） 走向近代：封建与郡县之利弊？
江户时代中期，一些日本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上中日之间在国家与制度上的这一不同，对封建与

郡县的制度差异有过不少讨论。 太宰纯（春台）说，“中华往古乃天下封建，秦汉后则为郡县；日本往

古乃郡县，而如今为封建。 异国本邦，古今世道，变化如此”；赖山阳（らい さんよう，１７８１—１８３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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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关于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研究著作非常多，也非常细。 但我愿意在这里引用丸山真男对这一时期的一段概
括描述，因为它非常简明。 丸山真男说，虽然德川幕府有强烈的中央集权特色，但是“它的实质，依然是一个封建
领主，对于皇室领地以外的地域，最终还是要通过直属将军的诸侯，间接地进行统治。 ２７０ 个屏藩，分别形成了封
闭性的政治单位，诸侯对于自己的领地，行使独立的立法权和裁判权。 各藩之间的交通故意设置了重重障碍”。
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 ２７３ 页。
井上光贞等编：《日本思想大系》３《律令》，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６ 年，第 ３００—３０２ 页。
据《类聚符宣钞》卷九“方略试”（承平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记载，从 ８ 世纪初到 １０ 世纪中叶，经过考试获得秀才
者，只有 ６５ 人。 参见《新订增补国史大系》，东京：吉川弘文馆，１９３６ 年，第 ２４９ 页。 转引自李卓、张暮辉：《科举制
度与日本》，《古代文明》２００７ 年第 １ 卷第 ４ 期， 第 ５０ 页。
李卓、张暮辉《科举制度与日本》就说，“日本贵族势力的强大，使科举制随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而归于终结”。 第
５２ 页。 不过，他们也指出，由于没有科举制度，也造成很多意外的结果，比如教育与学问并不拘泥于人文知识，而
刺激了实用知识（如衣食住行、农业知识、经商算法）；比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那么强烈，减少了对近代西方
文化（如兰学、汉方、解剖、军事）的传播阻力；比如由于淡化科举的人文学问，因此形成尚武精神；由于没有科举
制造成的流动，各种阶层相对固定，士农工商各种专业技能的传统，相对稳定而能长足发展等等。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第 １９５２ 页。
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还有所谓“华族”。 明治二年六月颁布的《华族の称制定の布告》称“自今废除公卿、诸
侯之称，可改称华族”，据说这是为了“官武一致，上下协同”。 见远山茂树编：《天皇と华族》 “日本近代思想大
系”２，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８ 年，第 ３２１ 页；根据明治六年（１８７３）的统计，当时日本的人口构成中，平民之外，还有
皇族（２８ 人）、华族（２ ８２９ 人）、士族（１ ５４８ ５６８ 人）以及卒（即下级武士，３４３ ８８１ 人）。 这种身份分类是 １８７２ 年公
布的户籍法的规定。 也许很多人对于日本当代政治中，有那么强的世袭性质，感到很吃惊。 确实，有的总理大臣
就是原来总理大臣的子孙，议员就是过去议员的子孙，如安倍的祖父和外祖父、小泉进次郎的父亲等，其实在某种
程度上，正体现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传统。



说，“盖我国之俗，有异于汉土者……前郡县，后封建，与汉土之古今相反”。① 在他们看来，似乎漫长

的历史中，日本与中国走的路向正好相反。 其实并不一定，正如水林彪（みずばやし たけし，１９４７—）
指出的，“我国的国制……三世纪中叶的大和王权成立以降，到十九世纪后期幕藩体制瓦解，一直是

本文定义中的‘封建制’”。②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从宏观历史比较的角度看，日本自古以来，世袭

贵族与地方豪强林立，确实更像封建制，而中国秦汉以后皇权强大，直接渗透与控制地方，则完全是郡

县制。
不过，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为了渲染日本政治文化的独立性与神圣性，曾经很强调日本这种封建

制的优越。 荻生徂徕曾经有一个著名说法，大意是说，虽然“先王之道”在中国被经世济国者反复引

述，但是在中国始终实现不了，为什么？ 因为中国从封建制变成郡县制，所以，他们只能“以经术缘饰

吏治”，先王之道就好像是多余的装饰（赘旒）。 而封建制对于民众来说，它还留存了“家人父子之

意”。 中国的郡县制，虽然依靠法治很公平，但完全没有亲缘的关系和恩爱的情感。 他说，特别是到

了隋唐以后，科举法兴，士习大变，这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僚，只会按照纸上制度“习法家，沦骨髓”，经
典之道就成了纸上空谈。③ 我体会荻生徂徕的言下之意，就是日本之所以政治文化传统良好，就是因

为还保留着这个有“父子家人之意”、维持着乡里感情的封建制。 这类看法，大概当时不少日本学者

都有。 像江户晚期古贺侗庵（こが どうあん，１７８８—１８４７）的《封建论》也说，中国实行郡县制，虽然

“令简而易遵，事省而易知”，但这只是因为秦汉以后的中国“风浇俗漓难得而制”，不得不采用这种严

厉而集权的制度。④ 也许，这是在“封建制”政治语境中，很多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的共识？⑤

郡县制是因为人性恶，而封建制是因为人性善？ 郡县制趋向于法家，而封建制趋向于儒家？ 这些

看法只看到一半，却看不到另一半。 我觉得，还是顾炎武的看法更中肯。 顾炎武《郡县论》中说，“封
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⑥ 然而，这个“其专在下”的国家形态，在日本几千年中并

没有根本改变，即使到了明治时代实现“大政归还”和“撤藩置县”，但地方究竟应当由中央直接管理，
还是放权由地方自己管理，仍然是一个激烈辩论的话题。 像与西乡隆盛并称“维新三杰”，明治时期

极力“尊王攘夷”的木户孝允（きど たかよし，１８３３—１８７７）和大久保利通（おおくぼ としみち，
１８３０—１８７８），⑦就在“大政归还”即强化国家与天皇权力的同时，也始终在努力维护地方自治和藩士

权益。 而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领袖福泽谕吉（ふくざわ ゆきち，１８３５—１９０１）则在明治十年（１８７７）
出版了《分权论》，讨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他把这种权力分配与现代国家“公权力”和“私权

力”的分界联系起来，大力称赞封建制，这种封建制在他的论述中，竟然可以转化为现代的自由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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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太宰春台语，见《经济录》 （享保十四年刊本）；赖山阳语，见《通议》卷一“论势” （安藤英男编《赖山阳选集》卷
五），均转引自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封建·郡县论のふたつの论点》，见张翔、园田英弘编：《“封建”·“郡县”再
考：东アジア社会体制论の深层》，第 ２５５—２５９ 页。
水林彪：《历史学的概念としての“封建制”と“郡县制”》，见张翔、园田英弘编：《“封建”·“郡县”再考：东アジア
社会体制论の深层》，第 ４２—４３ 页。
荻生徂徕著，西田太一郎校注：《弁道》，见《荻生徂徕》“日本思想大系”３６，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３ 年，第 ２１—２２ 页。
古贺侗庵：《封建论》，见《侗庵初集》，西尾市岩濑文库藏本，文化七年撰；转引自高山大毅：《近世日本の礼乐と修
辞》，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５８ 页。 其中说道：“由是观之，行于本邦，则封建郡县俱无失，行于齐州
则封建郡县两有弊。”又说，“盖郡县，令简而易遵，事省而易知，古薄俗浇风可以一切为治。 封建，其法密，其礼
缛，施之邪恶之俗，易生咈扰。 秦汉而降不复行封建，诚以其风浇俗漓难得而制也。 本邦开国以来，圣子神孙，继
继承承代天理物，烈祖英武……其所以郡县封建两俱无失者，亦民风醇正使然也”。
我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图书馆看到有一册写本（书写者不明），是江户后期学者室新助记的《诸侯封建郡县书》（又
名：封建郡县之事并秦汉以后诸侯封建之事御寻ニ付相考侯趣申上侯），可能在江户后期，封建（日本）与郡县（中
国）之优劣，当时是一个很刺激或影响日本思想界的事情。
顾炎武：《郡县论一》，见《顾亭林诗文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 １２ 页。
有关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的论述，参见松田宏一郎：《江户の知识から明治の政治へ》，第 １３４—１３５ 页。



精神，甚至认为这是几百万藩士“爱国之心”的来源。 他甚至还认为，这种封建制由于分权，恰恰有限

制“专制”之意义，也许他是以这样的解释，来批评西洋思想家对亚洲普遍为“专制”权力的看法，提供

一种“日本特殊”的历史观念？① 也正因为如此，有的日本学者从封建制日本的背景，反观郡县制的中

国，就似乎发现宋代以来的近世中国，由于郡县制下的中央皇权绝对化，不容地方分权，才导致官僚机

构膨胀，地方宗族与乡团崩溃。 而官员只是过渡的政客，与地方利害没有切身关系，民众也只是奉行

“私”即个人主义，而没有“公”即从爱乡之心衍生的爱国之心，导致了近代中国成为一团散沙。 所以，
有人认为中国应当和日本相反，不是实现“大政归还”和“撤藩置县”那样重建集权国家之路，而是应

当从“乡团自治”到“联邦制度”开始，鼓励地方自治，适当分散权力。②

在日本，藩主大名们的地方势力非同小可，这种封建制的历史影响也相当深刻，即使转型到现代，
这一封建制基因也深深地遗留在日本政治文化之中。 渡边浩在一篇讨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

命》的文章中，对比了日本与欧洲的近代转型，指出明治维新的特别取向有两个：一是德川幕府把美

国要求“开港”这一事件禀报京都“禁里”，要求得到天皇的“敕许”，这本来是幕府试图利用天皇权

威，塑造武家政权“尊王”的形象，可是，这一“尊王”行为却使天皇重新集权（大政归还）有了正当性，
逼得幕府权力陷入困境。 二是黑船来航之后，德川幕府为了回应美国“开港”之要求，把文件传示各

个大名，原本是幕府利用大名的好办法，也是显示儒学中所谓“明君”的良好态度。 但这一做法正好

刺激了大名和武士们的政治热情，使他们产生影响政府方针的强烈愿望和付诸行动。③

如果我们看黑船来航之后，幕府将军的手足无措，以及所谓“朝廷”与“雄藩”的动向，我们可以看

到长洲藩主毛利庆亲（１８１９—１８７１）、萨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１８１７—１８８７）和鸟取藩主池田庆德

（１８３７—１８７７）的若干上书，以及孝明天皇（１８３１—１８６６）的几份“御沙汰书”，在幕末时期政治变革中

的作用。④ 正如渡边浩指出的，这导致了明治维新时期，若要建立政治合法性，必须拥有两个基础，即
“天皇”与“公论”。 万世一系的天皇，拥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塑造日本所谓“国体”，象征日本国家

最高利益；而“公论”既是比附欧洲近代的民意，其实在日本又代表着贵族与地方豪强的利益。 明治

维新初期颁布的“五箇条之御誓文”（ごかじょうのごせいもん、五ヶ條ノ御誓文）的第一条“廣ク會

議ヲ興シ萬機公論ニ決スベシ”（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这一表面看似现代民主制度的内容，实
际上，并非将参政议政的权力授予普通国民，而是把政治权力分配给贵族藩主大名，这使得日本明治

维新之后，仍然不是走上真正的现代民主制度，而是天皇与贵族和豪强共治的政治，一直到现在，仍然

造成日本政治领域的门阀与世家之延续。 这当然是后话。
总而言之，从历史上看，在国家形态和社会制度上，日本和中国相当不同，⑤传统日本的国家权力

触角，未必能深入渗透到最下层社会，这也使得日本社会政治文化明显地分成“顶端”和“古层”。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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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松田宏一郎：《江户の知识から明治の政治へ》，第 ２５４ 页。 又，福泽谕吉在《国会の前途》（昭和二十五年）中，也
说“日本には地方自治の传统があるから，これは大丈夫である”。
例如内藤湖南《支那论》（１９１４）、山路爱山的《支那论》（１９１６）等，他们都曾提出“乡团自治”“联邦制度”。 参见戴
燕：《现实与历史的纠葛：内藤湖南的中国观及其反响———百年后重读〈支那论〉》，《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２０１９ 年；朱琳：《中国史像と政治构想———内藤湖南の场合（三）》，《国家学会杂志》第 １２４ 卷第 １—２ 号（２０１１），
第 ９９—１１０ 页；朱琳：《中国史像と政治构想———内藤湖南の场合（四）》，《国家学会杂志》第 １２４ 卷第 ３—４ 号
（２０１１），第 ２４９—２６４ 页。
渡边浩：《アンシャン レジ—ムと明治革命———トクヴィルをてがかりに———》，《思想》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１ 期，东京：岩
波书店；第 ６３—６４ 页。
美国的黑船来航之后，是锁国还是开国，长洲藩主毛利庆亲、萨摩藩岛津久光（１８１７—１８８７）和鸟取藩主池田庆德
的上书，以及孝明天皇的“御沙汰书”，均收入吉田常吉、佐藤诚三郎编：《幕末政治论集》“日本思想大系”５６，东
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６ 年，第二章第二节，第 ２１４—２６０ 页。
参看竹下让《地方自治制度の历史：明治の激辩———官治か民治か》（东京：イマシン出版，２０１８ 年）中，关于明治
时代究竟日本应当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的讨论。



日本地方势力的强大，一方面造成日本难以真正像中国那样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一方面造成地方势

力可能促成国家权力的转移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不必等到中央权力整体的“改朝换代”。 明治维新时

代的“撤藩置县”，确实是把传统日本封建制的国家形态，往古代中国的郡县制方向转，虽然说这是

“立宪君主国家建设的必然过程”，①不过，它虽然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帝国对地方和民众的直接控制，
自上而下地强力促成了日本整体的现代化转型，但同时也使得日本原本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民众，在
“尊王攘夷”强化帝国的潮流中，又成为了帝国的皇民。 尽管形成了二战时期帝国的巨大动员力，但
也造成了二战时期日本膨胀的野心，导致最终惨痛的结果。

下篇：王权与神佛：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

通常，在谈论传统中国政治和宗教关系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这句话，这
是 ４ 世纪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道安法师（３１４—３８５）在新野对徒众所说的话，记载在《出三藏记集》
卷一五《道安法师传》中。② 这句话表明，在中古中国，佛教徒对政治权力高于宗教权力这一点，已经

有相当清醒的认知。 所以，此后中国佛教总是高唱“法轮常转，皇图永固”这种双赢的口号，表明宗教

与皇权之间的妥协与合作。
日本佛教也同样有类似的表述，即“王法佛法相双，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 这是天喜元年

（１０５３）东大寺领美浓国茜部庄司（住人）的说法。 后来，在保安四年（１１２３）《白河法皇告文》中被天

皇引用，也说明日本古代王权与佛法之间的密切关系，这被日本学者黑田俊雄（くろだ としお，
１９２６—１９９３）称作“王法佛法相依论”。③

“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这句话，其实也来自中国佛教。 《高僧传》卷一三《兴福篇论》说，人要兼

有智慧和福德，“譬犹鸟备双翼，倏举千寻，车足双轮，一驰千里”；④隋代天台大师智 《童蒙止观》也
说，佛教徒修习定和慧，不能偏废，所以“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⑤唐代诗人王

维在给净觉禅师撰写碑文时就说，学习佛教要“经典深宗，毫厘剖析。 穷其二翼，即入佛乘”。⑥ 不过，
他们的主要意思是，佛教徒既要有实践性的禅定功夫（定），也要有知识性的经典理解（慧）。 大概这

一比喻随佛教传到了日本，被日本佛教徒转手用来形容王权与佛法不可偏废。
乍看上去，传统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似乎差不多。 但如果仔细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分

析，也许会发现，实际上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政教关系，差别非常之大。 顺便说到，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在

政治文化史上相当重要。 众所周知，欧洲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世俗国王的王权逐渐强大，挣脱中世纪

教皇的神权，这往往被视为欧洲近代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世界史中所谓“走出中世纪”，就是这个意

思。 那么，古代中国和日本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又如何影响了从古代到近代中日政治文化的不同走

向呢？ 在讨论了传统中国和传统日本的皇帝与天皇之差异、传统中国和传统日本的中央与地方之关

系的不同之后，在下篇中，我就想接着讨论这一涉及政教关系的话题。
（一） 公家、武家、寺家的三足鼎立：从织田信长火烧延历寺说起

先从日本一个历史事件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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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浅井清《明治维新と郡县思想》（东京：岩松堂书店，１９３９ 年）是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他认为，郡县制度就是
明治维新中，推行“撤藩置县”“版籍归还”的逻辑。 第 １５ 页。
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五《道安法师传》，见《大正藏》第五五卷，第 １０８ 页。 此语又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
《高僧传》卷五《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７８ 页。
黑田俊雄：《王法と仏法：中世史の構图》，京都：法藏馆，２０２０ 年，第 ３５—３６ 页。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五，第 １７８ 页。
智 ：《童蒙止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２ 页。
王维：《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１７０ 页。



１５７１ 年，刚刚统一日本南北的织田信长（おだ のぶなが，１５３４—１５８２），攻打并火烧日本历史悠

久的延历寺。 延历寺在京都东侧的比叡山上，是 ８ 世纪后期创建的日本天台宗大本山，一直是日本最

有力量的佛教寺院，它与奈良另一个寺院即兴福寺，一北一南，号称“南都北岭”，拥有强大的财力和

武装。 据说在织田信长时代，延历寺有四千僧兵，并且与朝仓义景（あさくら よしかげ，１５３３—１５７３，
越前国大名，在今福井）、浅井長政（あざい ながまさ，１５４５—１５７３，北近江大名，在今滋贺）联合，对抗

织田信长；火烧延历寺之后，织田信长又在 １５８０ 年攻打石山本愿寺（在今大阪）。 石山本愿寺是“一
向一揆”的大本营，“一揆”原意是在神灵面前起誓结成团体，团结一心。 日本原本有所谓“国一揆”，
１５ 世纪的室町时代，国人曾与地方豪强联合起来，反抗守护大名。 而“一向一揆”是净土真宗的一向

宗，以石山本愿寺为核心，信仰者组织共同杀敌的圣战组织，势力甚至可以与各地大名们匹敌。 织田

信长要统一日本，强化将军的权力，不得不向日本佛教宣战，这是因为当时佛教寺院势力太大。
比叡山延历寺和石山本愿寺，在织田信长眼中为什么那么重要，就像眼中钉肉中刺一样，非得拔

掉不可呢？ 这话说起来有点儿长。 前面说到，延历寺是天台宗的大本营，日本的佛教史上，最澄（さ
いちょう，７６７—８２２）和空海（くうかい，７７４—８３５）两个高僧特别重要。 最澄开创了天台宗，建立了

延历寺，空海开创了真言宗，建立了高野山。 他们一显一密，后来彼此融合和交错，既发展佛法的理

论，也修习各种法术，使得日本形成后来学界所谓的“显密体制”。① 在日本中世，佛教形成可以和

“公家”（朝廷）、“武家”（幕府）三足鼎立的“寺家”，也就是所谓的第三个“权门”，这两个开创历史的

僧人有很大作用。 因为他们都在唐朝留过学，也都特别懂得政治，他们和当时的朝廷关系密切，参与

朝廷的各种祈祷活动，包括例行的祭祀、求雨、安产等，因此，各自都形成了很大的势力。
以京都比叡山的延历寺为例，它不仅拥有庞大的武装（僧兵），而且在京都一带横行霸道，连公家

和武家也对他们忌惮三分。 前面说到“南都北岭”，也就是奈良兴福寺和比叡山延历寺的僧兵最为强

悍。 他们在中世由于“神佛习合”，不仅拥有佛教严密的理论和规整的仪式，而且还拥有日本传统神

祇的神秘权威（这一点后面再详细讨论）。 据说，延历寺的大众（佛寺中的某种外围组织），会扛着日

吉神社的神舆，兴福寺的大众，则会扛着春日神社的神舆，全副武装强行闯进京都御所去“强诉”。 天

皇虽然有御所的防卫，但面对神佛，信仰宗教的武士也不敢轻易正面对抗，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恶
僧”。 后人甚至觉得，他们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修道会（Ｋｎ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就连天皇也觉得头痛。
传说白河法皇（しらかわてんのう、１０５３—１１２９）就曾说，当天皇也有“三不如意”，就是贺茂川（鸭川）
的水、双六（陆）的赛（目）和山法师，其中，“山法师”指的就是延历寺的僧兵。

日本的寺社之所以能成为“权门”，除了日本历史上很多皇族或贵族本身就是僧侣领袖，这使它

拥有很大的世俗权力之外（这一点下面还要具体论述），我以为还有以下三个历史条件：第一，当然是

宗教本身的信仰与纪律，这固然是维系信众的最重要因素，能够使它形成教团，日本宗教的“显密体

制”和“神佛习合”，是使它成为坚固教团的重要原因，因为它既有思想学说作为信仰的基础，又有神

秘方术作为信仰的维系，这是它具有极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原因；第二，除了宗教自身条件之外，还需

要外部的政治空间，即世俗政权容忍甚至鼓励它的存在和扩大，不至于从一开始就对它压制和扼杀。
在日本古代和中世，“公家”和“武家”都对佛教和神道极其崇敬，日本不像中国，从一开始就有根基深

厚历史悠长的儒家，儒家更不曾成为“罢黜百家”的垄断性政治意识形态，这给宗教带来了蓬勃发展

的机会；第三，是日本宗教具有经济实力，日本佛教和神社逐渐发展并拥有巨大的庄园，比如白河上皇

于宽治四年（１０９０）曾向下贺茂神社和上贺茂神社分别捐赠六百余町的免租税田，东大寺等寺院也把

封户换成与人头相当的田地，寺社逐渐向庄园转化，并以米或者绢、纸、布等作为年贡，变成了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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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田俊雄：《显密体制论の立场———中世思想史研究の一视点》，见黑田俊雄：《王法と仏法：中世史の構图》，法藏
馆文库本，京都：法藏馆，２０２０ 年，第 ９—２７ 页。



产业，甚至掌控海上贸易和物品借贷等经济活动。 其中，上下贺茂神社还掌控以濑户内海为中心的渔

民和船员作为供祭人，延历寺和日吉社则掌控以琵琶湖到北陆的渔民，伊势神宫更控制着东海道的海

上交通。① 日本历史学家網野善彦（あみの よしひこ，１９２８—２００４）曾指出，中世的佛教和神道极力

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寺社领地，其中特别是三寺两山，“即兴福寺、延历寺、园城寺和熊野山、金峰山，以
及伊势、石清水、上下贺茂、住吉、日吉和祇园等神社”，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② 而在这个时代，寺社

中出现了很多既是武人又是山僧的成员，他们承包各地庄园和贡纳事务，也在寺社与社会之间，从事

商业活动。 特别是前面提及的延历寺，这类人很多，甚至扰乱社会秩序，被称为“恶僧”或“神人”，以
他们为中心形成寺院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得朝廷和幕府对他们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

中世以来，日本的各个佛教寺院，就这样渐渐形成庞大的势力。 他们还发展出来中国佛教所没有

的所谓“院家”，这些院就像本山的分支机构，也在不断膨胀。 特别重要的是，他们与皇族和贵族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院主常常来自天皇、摄关（摄政与关白）或者所谓“清华家”，这叫作“门迹” （もんぜ
き）。 所以，他们实际上就像割据一方的诸侯。 像前面提及的天台宗延历寺（比叡山），它下面的门

迹，在京都就有著名的青莲院、妙法院（拥有著名的三十三间堂）；而园城寺（在大津，统称“三井寺”，
传说中《源氏物语》撰述地），也拥有圣护院、实相院、円满院。 这些寺院的门迹往往是世袭的，比如，
列为清华家的西园寺家，如果长子继承担任大臣，弟弟就继承作为仁和寺胜宝院的院主，而长子的孩

子也就成为下一任院主，也就是叔叔和侄子的继承顺序。 因此，西园寺家就是这一系统的支配者。③

比叡山延历寺的领袖即天台座主，园城寺的领袖即园城寺长吏，都是很有势力的人物，他们也还常常

互相攻击争斗（即所谓延历寺的“山门”对园城寺的“寺门”）。
由于这些来自权门的政治贵族成为宗教领袖，自然而然把政治引入佛门，也把佛门带进政治。 天

台这一系是这样，真言宗也不弱。 真言宗原本最重要的本山是高野山，不过高野山后来逐渐功能转向

葬式，以祈祷和保佑国家安宁为最重要功能，真言宗的中心转向京都的东寺。 东寺最高领袖“长者”，
往往由皇族、摄关家或者高级贵族担任，由天皇任命。 历史上东寺最重要最有名的支持者之一后宇多

上皇（ごうだてんのう，１２６７—１３２４），也就是后醍醐天皇的父亲，他把很多庄园赐给东寺。 希望真言

宗也能够和天台宗一样，起到“镇护国家”的作用，祈祷国家安宁、平息天灾、农业丰收和抵抗外敌。
正如黑田俊雄《王法与佛法》中指出的，“王法佛法相依论，本来就是在显密佛教与世俗权力结合而成

的体制下，由佛教一方主导下发展起来的。 这个佛法并不只是观念、思想层次上的意味，在现实中，有
庞大的堂舍、庄园、末寺以及众多的‘众徒’和‘神人’，以及不辞以强诉、会战方式存在的社会的、政治

的势力”。 同时他也指出，在中世“这一势力与公家、武家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④

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织田信长要铲除比叡山延历寺和石山本愿寺了。 因为延历寺在中世就是

大庄园主，是有力量的大权门，并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他们与政治关系极深，在建武新政（１３３４）时，后
醍醐天皇试图统一权力失败，就曾经退到比叡山的延历寺，依靠僧兵对抗足利尊氏（あしかが たかう
じ，１３０５—１３５８），而织田信长时代，延历寺更和浅井、朝仓两个大名结盟，对织田信长更是威胁。 而

石山本愿寺也是在战国大名之外，把小领主、国人和地方势力联合起来的地方政治力量。 虽然第八世

法主莲如上人（れんにょ，１４１５—１４９９）曾经对徒众有“三不得”即“不得毁谤国法，不得毁谤佛法，不
得轻慢地头守护”的训诫，但宗教势力一大，不免就与世俗社会有瓜葛，会发生冲突。 第十一世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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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網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第六章，第 １４８ 页。 在第八章，他还指出，日本的律僧和禅僧，在东西王权即将军和
天皇的许可下，在海上交通要道设立关所，以“初穗奉献”的名目征收各种形式的费用。 而且在 １３—１４ 世纪建造
中国式的海船，以沙金、水银、刀剑和纺织品与中国展开贸易。 第 ２１９ 页。
網野善彦：《日本社会的历史》，第六章，第 １５３ 页。
本乡和人：《权力の日本史》，文春新书 １２３９，东京：文艺春秋，２０１９ 年。
黑田俊雄：《王法と仏法：中世史の構图》，第 ３８ 页。



显如上人（１５４３—１５９２）和当时的守护大名细川晴元（１５１４—１５６３，山城、摄津、丹波即近畿地区）、武
田信玄（１５２１—１５７３，甲斐即今山梨）都是姻亲与联盟，①而且与反对织田信长的西军首领毛利辉元

（１５５３—１６２５，后长洲藩第一代藩主）也有往来。 众所周知，宗教的势力太大，政治的权力就不能不有

所警惕，②公家、武家、寺家三方面的平衡就不能维持，这就是为什么织田信长要火烧延历寺和攻打石

山本愿寺的原因。
其实，织田信长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压制寺家，焚烧佛寺的将军，早在治承四年（１１８０），和源赖朝

（みなもと の よりとも，１１４７—１１９９）对峙的平清盛（たいら の きよもり，１１１８—１１８１），就和大寺院

发生激烈冲突，曾派兵烧毁园城寺，接着又烧毁奈良的兴福寺和东大寺，还没收了这些寺院的庄园。
近四百年后，试图以武力统一天下的织田信长，③只不过是重演了一遍历史而已。

（二） “皇帝即当今如来”：④屈服于政治的中国宗教

可是，中国宗教的情况如何呢？
对于中国佛教史，学界都有一个普遍印象，就是中国虽然也有“三武一宗灭佛”即皇帝出于种种

目的压制佛教的现象，⑤但总的说来，中国很少有宗教之间的战争，也很少有针对宗教的战争。 那么，
是不是中国的宗教与政治就相对和睦相处呢？ 是不是中国政治权力就对宗教权力很友好呢？ 如果你

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中国馆山西巨幅佛寺壁画的对面，就有北朝有名的浮雕石刻《礼佛图》，类似

的《礼佛图》还有好些，也许它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中国佛教也像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掌握神权的

教皇在执掌政权的国王之上，至少，宗教权力也和政治权力平起平坐。
其实这是误会。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佛教史。 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在古代中

国天经地义，在一般民众那里，这种天赋皇权大概也已经是常识，它不仅被儒家认可，而且被历代王朝

所接受。 所以在古代中国，皇权始终在政治权力的顶端，这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当异域传来的佛教，
试图按照印度或中亚的传统，要求信徒保持对政治权力的独立，并以宗教团体护佑其信徒这一特权，
甚至试图以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分庭抗礼的时候，就引起了中国政治权力的激烈回应。

人们应该都熟悉下面这些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就是中古时代宗教与政治的冲突：公元

４ 世纪中叶，就有执政的庾冰与信仰佛教的何充的冲突；⑥到 ５ 世纪初，又有代表了国家利益的桓玄与

王谧的争论。⑦ 大概都表明了在传统中国，皇权就是要压倒神权。 因此，当 ５ 世纪初的东晋元兴年间

（约 ４０２—４０４ 年），著名僧人慧远（３３４—４１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提出，出家者是“方外之宾”，可
以“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公开提出佛教徒不必礼拜世俗王者的时候，这一有关皇权（政权

权力）与神权（宗教权力）的争论就越来越激烈了。⑧

虽然慧远的说法很雄辩，可是在传统中国的立场看来，世俗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秩序之本，君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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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显如娶细川晴元的养女为妻，而她又刚好是武田信玄正室的妹妹，也就是说，显如是细川的女婿，也是武田的
连襟。
本愿寺家自莲如、证如、显如以来，形成庞大势力，历史学者也把它视为“宗教色彩浓厚的大名”。
织田信长的印判，上面的四字就是“天下布武”。
这是北方佛教徒法果的话，他说魏太祖“明淑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并且常常对人说，“能鸿道者，
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 ３０３１ 页。
因为分别发生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北周武帝建德年间、唐武宗会昌年间、周世宗显德年间，所以叫“三武
一宗灭佛”。
何充：《奏沙门不应尽敬表》、庾冰：《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等，见《弘明集》卷一二，四库备要本，上海：中华书
局，第 １０１—１０２ 页。
桓玄：《与八座论沙门敬事书》，见《弘明集》卷一二，第 １０２ 页。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见《弘明集》卷五，第 ４２ 页。 按：桓玄在 ４ 世纪末 ５ 世纪初曾运用政治权力对佛教僧侣
进行沙汰，除了对经典有深入研究的、严守戒律常住寺院的以及不出山林不预世俗事务的佛教徒之外，一律令其
还俗。



任何民众，就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具有绝对的权威。 儒家所谓“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和“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是来自天理，它和宇宙自然相对应，即所谓“三纲法天

地人，六纪法六合”。①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父子关系投射到君臣关系，这符合天地阴阳五行之理，
君主的尊严和权威，就是社会秩序的保证，一旦动摇，秩序就会发生混乱。 这一看法在古代中国是硬道

理，佛教徒可能心里未必接受，但在中古中国决不可能正面反驳。 因此，佛教徒对于古代中国政治伦理

的回应就总是很苍白乏力。 我们看，信仰佛教的何充在回答庾冰质疑时，就只能强调保护佛教政策的历

史；佛教徒王谧回答桓玄的疑问时，也只能说佛教是“殊方异俗”。 即使是慧远，也还是不能不反复申明，佛
教也有种种“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可以“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如果是这样，那佛教信仰为什么还会与世俗秩序冲突？ 这里的深层道理，佛教徒却始终不方便直

接说。 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和《答桓太尉书》《答何镇南难袒服论》中，四次说到同一句话，“达
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在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② 其实它的本意是，依照佛教的道

理，宇宙与人生的本原是“空”，人的现世生存是没有价值的，而社会的现实秩序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

果你承认佛教所说，人的生存是一种苦难而又连续的过程，则父母的养育之恩，家庭的血缘之情，君主

的治理之德，都不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那么，何必尊重世俗社会的秩序与礼仪？ 但是，身处古代中

国，忠孝伦理是核心价值，在政治秩序压倒一切的传统中，佛教正如前引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

事难立”，因此，它在皇权面前只能退避三舍。
然而，皇权仍然不会善罢甘休。 由于佛教教团对教徒的控制，伤害了世俗政权的民众控制权，佛

教教团的扩张，也很容易形成与世俗政权争夺经济利益（如争夺土地、赋税和劳动力），宗教教团的庞

大，又很容易形成与世俗政权对抗的军事势力。③ 所以，桓玄在最终强制性的命令中明白地说到，因
为佛教的缘故，使得社会上“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
境积不羁之众”。 在这里，他终于说出了佛教对于世俗政权的问题，是“伤治害政”。④

中古中国这一争论，无论在政治史还是思想史上都至关重要。 当然，这一争论延续了几百年。 正

如唐初傅奕所说，佛教在古代中国传统中，一方面对父母是不孝，一方面对君主是不忠，而“人伦大

者，莫如君父”，⑤因此它很难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立足，所以，有关“沙门不敬王者”也就是宗教与皇

权的争论，最终在唐代见了分晓。 显庆二年（６５７）朝廷规定，宗教徒必须礼拜王者，而父母与君主不

用礼拜僧尼，也就是说宗教必须服从政治。⑥ 到了唐玄宗天宝五载（７４６）更宣布“以官辖寺，以寺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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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年，第 ３７５ 页。
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出家二》《求宗不顺化三》《答何镇南》与《答桓太尉书》，见《弘明集》卷五、卷一二，
第 ４２、４４、１０６ 页。
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公元 ４ 世纪末 ５ 世纪初，桓玄之所以登庐山会见慧远，其背景大概是由于他的政治对手殷仲
堪于公元 ３９２ 年访问过庐山，因而他对于庐山为中心的、以佛教名义聚集的南方知识分子群体的势力是很小心
的，而 ４０２ 年沙汰佛教僧侣的直接背景中，也应该注意到，桓玄掌握了东晋政权之后，面对五斗米道的孙恩一流以
宗教方式聚众起义的现实心情与形势。 参见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一》，东京：大东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三
章第五节《沙门不敬王者につぃて》，第 １４４ 页。 可以注意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与孙恩一样后来成为朝廷“叛
贼”的卢循，也到庐山拜访过慧远，恐怕这不能不引起政治权力的警觉。
《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见《弘明集》卷一二，第 １０７ 页。 虽然，在公元 ４０４ 年，桓玄终于也同意沙门可以不向世俗
王者致敬，这可能是由于其他偶然的原因，如慧远的说服及王谧的建议。 但从思想与政治上看，世俗政权却没有
改变自己的立场与观念，所以这种反对佛教的理由，在 ４ 至 ７ 世纪始终是站在官方立场上的人所重视的，其中最
清楚的表述，是刘宋时代萧摹之，他说佛教的扩展，使“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申地显宅，于兹殆尽，材
竹铜采，糜损无极”。 见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弘明集》卷一一，第 ９１ 页，又，唐代傅奕《上废佛僧表》
中关于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和“军民逃役，剃发隐中”的指责，见《广弘明集》卷一一，四库备要本，上海：中
华书局，第 ８９ 页。
傅奕语，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６２６）”，北京：中华书局，第 ６００３ 页。
《唐会要》卷四七，显庆二年规定：“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



僧”，用官方掌握的度牒注明僧人名号及所属寺院，以证明身份，等于让僧尼道士也如同编户齐民，这
更限制了宗教徒的组织与行动自由。① 在唐代的各种法律文书中，严格规定了僧尼与道士的行为规范，
如不得“假说灾祥”，不得“占卜吉凶”，不得“习读兵书”，不能“私度”，甚至不能穿“俗服”。② 请注意，在
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大为不同，尾藤正英说，尽管 ７ 世纪末的天武、持统朝，从唐朝引进律令制的国家制

度，后来 ８ 世纪初的“大宝令”以及再后来的“养老令”，都有关于僧尼之令，也就是规定僧尼出家必须由

国家批准、僧尼不得进行寺院之外的宗教活动，僧侣由国家统一管理并在僧侣中选拔僧纲（僧正、僧都、
律师）等制度，并把佛教管理置于治部省下的玄蕃寮（“玄蕃寮”三字，说明佛教还是外来宗教）。 但是，
“这些控制性的制度，因为都是模仿唐朝的中国制度，但（在日本）未必拥有实际效力”。③ 所以，砺波护

（となみ まもる，１９３７—）在《唐代における僧尼拜君亲の断行と撤回》中，就明确指出中世日本与隋唐

中国在这方面的差异，并且说，导致中日佛教这种命运差异的原因，乃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④
所以说在古代中国，佛教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形成与世俗政权对抗的庞大力量，它不可能是“权

门”只能是“方外”。⑤ 即使它进入政治领域，也只是被皇权利用的角色，如同季羡林曾经分析过的那

样，“人主看宗教对自己有用的程度，而决定取舍和抑扬”。⑥ 同样，中国另一大宗教道教也不例外。
东汉三国时期，刚刚成形的道教也曾试图建立半行政化、半军事化，即组成政教合一、兵农合一的

“治”“方”，但这种可能独立的宗教形式，由于威胁到政治权力，并不能被皇权容忍。 到唐宋之后，他
们也不得不接受皇权的管制，只能寄身于所谓“洞天福地”，除了在宫观接受香火、在社会承担祈禳仪

式之外，已经不再像早期道教那样军政教合一。 他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领户化民”，也不能像过去

那样让百姓“输米、肉、布、绢”，更不能像过去那样如同军队一样“军行师止”。⑦ 这其实就是一个宗

教向政治臣服的历史，我曾经在《屈服史及其他》中仔细讨论过这些问题：为什么道教不可以有半军

事半行政的组织，早期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不也是这样的么？ 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允许这种“政教合一”
宗教组织的存在，甚至连这种存在的合理性都不能成立？ 可以说，这正是关系到在后来的中国，宗教

权力始终不可能与世俗皇权并峙的大问题。⑧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秦汉以来就是

皇权独大，不仅“王霸道杂之”，有儒家意识形态和法家控制手段，更有自上而下“由臂使指”的郡县

制，还有庞大的士大夫官僚支撑这个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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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佛祖统纪》卷四○。
诸户立雄：《中国佛教制度史の研究》，东京：平河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一章《道僧格の研究》，第 ８—５２ 页；竺沙雅
章：《内律と俗法———中国佛教法制史の一考察》，见梅原郁主编：《中国近世の法制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
研究所，１９９３ 年，第 １—３７ 页；郑显文：《唐代道僧格及其复原之研究》，《普门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０ 期，第 １３７—１７８
页，基本上即沿袭诸户立雄书的研究。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の历史》，第 ４９ 页。
砺波护：《唐代における僧尼拜君亲の断行と撤回》，见《东洋史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１９８１ 年，第 ４０ 卷 ２
号；砺波护：《隋唐の佛教と国家》，中公文库，１９９９ 年，第五章《王法と佛法を并列视する日本の中世》。
正如康乐《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及相关诸问题》的分析，首先，“中国社会并没有普遍接受宗
教权威超越政治权力之上的观念，也没有一个高踞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祭师阶层”，其次，“当时中国的社会位阶
已经是以‘士人’为首，而君主则在所有位阶之上”，因此，印度传统的“沙门不礼白衣”即面临严酷的考验，特别是
面临着中国祖先崇拜和孝道的对抗。 见《新史学》，台北：中研院史语所，１９９６ 年第七卷第三期。
季羡林说，在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宗教对于政治的用途，决定宗教的荣辱盛衰，而用途“包括六个方面：一，哪个宗
教拥立了自己？ 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 三，哪一个宗教能为自己的门楣增光，对调整品级结
构、抑制名门大族、抬高庶族地位、确定族望与官品结合的等级结构有用？ 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 五，
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 六，如果是一个女皇，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见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
域记》，《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３７—３８ 页。
“领户化民”是《玄都律文》中的说法，见《道藏》（影印本）第 ３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
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９５７ 页；“输米、肉、布、绢”是佛教徒道安《二教论》中的揭发，见《广弘明集》卷八，《大正
藏》第五二卷，第 １４０ 页；“军行师止”是《陆先生道门科略》中的说法，见《道藏》（影印本）第 ２４ 册，第 ７８０ 页。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 年，“引言”，第 ８ 页。



世俗政治权力不能容忍宗教的挑战，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我们不妨看唐代前后

的若干现象。 自从北魏由朝廷任命“僧统”“道统”，北周武帝建立通道观打压宗教以来，无论是佛教

还是道教，都只能成为皇权之下的辅助工具。 表面上，在朝廷中还有所谓“三教论衡”，但实际上正如

罗香林在《唐代三教讲论考》中指出的那样，唐代“朝廷常为三教讲论，终之亦寝成融和汇合之局”。①

在太宗、高宗时代，还是使“三教互为观摩，商榷意旨”，在玄宗时代则趋向三教调合，而越往后这种思

想交锋的意味越淡薄。 除了大历年间（７６７）吴筠与神邕并不在朝廷中的争论之外，②在朝廷上的所谓

“论衡”，有时竟成三教之间取悦皇帝的机锋表演和戏弄滑稽。③

这种政治蔑视或者压抑宗教（以及思想）的现象，在传统中国历经宋元明清一直延续。 不妨以明

代为例，管理儒家知识的国子监祭酒，不过是从四品。 虽然在曲阜的衍圣公，因为朱元璋的缘故得了

一个世袭“正二品”的待遇，比起蒙古统治的元代高了一品，但绝不意味着它有和皇帝平起平坐的身

份。 皇权对于儒家这个象征性人物，其实也并不那么宽容。 明代成化二年（１４６６），因为衍圣公“奸淫

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四人”，曾被“削爵为民”；同样，佛教与道教也不能不在政治权力之下屈服，
明代朝廷设立僧录司和道录司“掌天下僧道”，而僧录司的最高职务“左右善世二人”及道录司的最高

职务“左右正一二人”，不过是小小的“正六品”。④ 虽然明初洪武元年龙虎山张正常入朝，曾也得封

正二品，但是，同时也被朱元璋“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 到了隆庆年间更被朝廷革除他的真人称

号，只能叫“提点”，直到万历年间才恢复。 其中，像正一派张真人张元吉，“僭用器物擅易制书，强夺

子女，先后杀平人四十余人”，被革除真人名号，“下狱禁锢，杖一百戍铁岭”。⑤

观看中国历史，从梁武帝以“菩萨皇帝”的身份与臣下讨论“神灭”，到宋孝宗《三教论》对儒释道

的价值评判，从蒙哥汗与忽必烈有关佛道论争的裁决，到清代雍正撰写《拣魔辨异录》，在传统中国，
皇权总是对宗教居高临下，不仅裁决着宗教地位的沉浮，也决定着宗教道理的是非。 因此，可以说中

国宗教（也可以包括儒家）始终是在政治权力控制之下，传统中国政治与宗教之间，就有了这样三个

特征：第一是宗教信仰缺失了绝对性和神圣性；第二是宗教在政治上基本听命于皇权，伦理上基本上

遵从儒家；第三是寺院宫观绝对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
这显然与传统日本历史上能够翻云覆雨的“寺家”很不一样。
（三） “权门”与“方外”：中日佛教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差异

末木文美士（すえき ふみひこ，１９４９—）在《日本思想史》中指出，传统日本思想有明暗两端。 王

权是“显”的一面，它在中国传来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处理世俗的、现实的问题，可以说是政治和伦理

·２３·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见《唐代研究论集》第 ４ 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２ 年，第 ７４ 页。
根据我的考察，大约最后一次严肃而激烈的争论，是在大历年间由吴筠挑起来的，《佛祖统纪》卷一○记载，“大历
初，中岳道士吴筠造论毁佛，观察使陈少游请（左溪门下旁出·神邕禅师）决之，师约吴筠面论邪正，旗鼓才临，筠
已败北，遂著《翻邪论》三卷，以攻余党”（当时神邕在浙江，影响波及“丹阳以南，金华以北”），见《大正藏》第四十
九卷，第 ２０２ 页；有关此事，又可参看《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卷一七《神邕传》：“先是，中岳道士吴
筠造邪论数篇，斥毁释教，昏蒙者惑之，本道观察使陈少游请邕决释老二教孰为至道……旗鼓才临，吴筠覆辙，遂
著《破倒翻迷论》三卷”，第 ４２２ 页。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卷五引洪兴祖《天隐
子跋》曾经记载，吴筠当时曾撰《明真辩伪》 《辅正除邪》 《辩方正惑》三论，“诋释氏以尊道家之学”。 第 １３２ 页。
但是，这些论文后来均没有保存下来，关于这次争论佛教方面的记载很少，在道教文献中也几乎没有记载。
如贞元十二年（７９６）唐德宗生日那天举办三教讲论，结果是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和佛教徒覃延互相“嘲虐”，用
这种方式给皇帝的生日添加乐趣，而太和元年（８２７）十月，由秘书监白居易、佛教徒义林和道士杨弘元参加的讲
论，更是一种仪式性的活动。 所以，牧田谛亮《中国佛教史研究第一》（东京：大东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就指出，“近世
中国佛教，正如‘三教合一’、‘三学一源’、‘禅净混融’等语词表现的那样，在融合、融汇的美名下，完全埋没了佛
教的本质”。 第 ６１ 页。
《明史》卷七四《职官三》，第 １８１７ 页。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八《衍圣真人同坐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第 ３２９ 页。



思想；而神佛是“冥 ／幽”的一面，它在中国传来的佛教和日本本土的神道支配下，处理超世俗、超现实

的信仰问题，它可以说是宗教思想。① 正如前面所说，日本的宗教深入政治，与王权互相调和与冲突，
是与公家、武家并峙的“权门”之一，这一情状显然与中国大为不同。 中古时代之后的中国，佛教与道

教并不能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更多只是作为“方外”，宗教负责的主要只是个人生活与精神领域。
在这一基础上，我想对中日宗教的差异作进一步比较。 尽管中日宗教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比如

宗教的最高领袖都是朝廷任命的，寺院都拥有很多田地和产业，僧侣都以寺院为基地进行宗教活动等

等。 但是，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异相当大，我们不妨举出四个方面。
第一，皇族与贵族作为僧侣领袖。
古代日本皇族或贵族与佛教关系之紧密，往往让人很吃惊。 村上专精（むらかみ せんしょう，

１８５１—１９２９）早在 １８９９ 年，就在《日本佛教史纲》中指出，平安时代以后，皇室与贵族出家越来越盛

行，后白河天皇（１１２７—１１９２）以下，像法名良然的后鸟羽（１１８０—１２３９）、法名素觉的后嵯峨（１２２０—
１２７２）、法名素实的后深草（１２４３—１３０４）、法名金刚眼的龟山（１２４９—１３０５）、法名金刚性的后宇多

（１２６７—１３２４），这些天皇都曾经名列佛门。 而土御门天皇之子尊助法亲王（そんじょほっしんのう，
１２１７—１２９１）、龟山天皇之子慈道法亲王（じどうほっしんのう，１２８２—１３４１），也先后进入著名的青

莲院成为有名的“门迹”。 而贵族权臣中，藤原道家、平重盛、源赖朝这几个在中世史上举足轻重的贵

族，都极为崇信佛教。② 像传为《愚管钞》作者的慈円（じえん，１１５５—１２２５），就是关白藤原忠通的小

儿子，他的三个兄长基实、基房、兼实，在藤原忠通死后分为三家，即近卫、松殿和九条，而他则在青莲

院，后来在他的老师觉快之后成为青莲院的“门迹”。 后来，他又曾四度成为“天台座主”。 而他的同

母哥哥九条兼实（くじょう かねざね，１１４９—１２０７），曾担任过摄政、关白、太政大臣，在政治上失败

后，也皈依净土宗法然，法号円证。③

对于日本政治与宗教关系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皇族或贵族出家为僧，并建立或主持寺院，
成为所谓“门迹”，直接导致了宗教与政治的联姻。 尤其是，当这些出身皇族、摄关家、清华家的贵族

成为院主、塔头，便把宗教内部塑造成如同世俗社会的等级制结构。 这一点正如本乡和人（ほんごう
かずと）所说，强有力的贵族与佛教寺院结成紧密的关系，贵族子弟作为院主进入佛门，在寺院形成

与世俗社会相同的身份秩序，在他们的周围，那些中级、下级贵族子弟出身的僧侣，就像从者一样侍奉

着院主，在他们的下面，又有土豪和有力农户，作为更下层僧侣，从事院家的杂务，于是，宗教本身就构

成了一个自成系统的等级身份社会。④

不妨对比历史上日本与中国著名佛教僧侣领袖的出身，这一点差异大概是很明显的。 中国并不

是没有皇族或贵族出身的僧侣，但数量远远不如日本，无法形成拥有世俗权力而且是世袭的“贵族僧

侣”，更无法将佛门打造成横跨政教两界势力熏天的“寺家”。 然而在日本，这些出身豪门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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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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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末木文美士：《日本思想史》，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６—１７ 页。 参见葛兆光对此书的评论：《王权与神佛：日
本思想史的两极》，《读书》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３—１４ 页。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下册，东京：创元社，１９３９ 年，第 １８６—１８７ 页。
对新兴的禅宗，日本皇族与贵族的痴迷，也远远高于中国皇帝与贵族。 以 １３ 世纪下半叶龟山天皇时代为例，禅师
无本觉心（法灯国师）从中国回到日本，曾为龟山上皇讲“禅要”，开创临济宗“法灯派”；另一个著名禅僧円尔弁円
则为天皇授“菩萨戒”（１２７３），又给龟山上皇讲“三教”（１２７４），故被称为“（圣一）国师”。 同样，来自南宋中国的
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则与镰仓幕府的将军北条时宗、北条时赖关系密切；而 １２９１ 年（日本正应四年），更由龟山法
皇奠基，圣一派的无关玄悟建立了位居五山之上的京都著名的南禅寺。
本乡和人：《权力の日本史》“文春新书”１２３９，东京：文艺春秋，２０１９ 年，第 ８０ 页。 他以室町时代的兴福寺为例，广
桥家的光雅、贞兼、兼雅、贞雅、贞就，是兴福寺松林院的院主，而光晓、兼晓、兼円则是兴福寺东院的院主。 而这一
系的广桥仲光（ひろはし なかみつ，１３４２—１４０６），就是深受幕府将军足利义满（あしかが よしみつ，１３５８—
１４０８）信任，很有权力的从一位，权大纳言。



往往把世俗的政治权力带入佛门，又把佛教的宗教权力投射到世俗政治，成为日本所谓“权门”中的

“寺家”，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的政治文化。
第二，神佛习合、显密交错与“镇护国家”的传统。
日本佛教的“神佛习合”和“显密交错”，大概是与中国佛教最大的差别之一。 如果说，汉传佛教

在古代中国大体上延续印度佛教传统，始终与古代中国社会巫觋与神仙信仰划清界限，同时维持着佛

教边界，与本土中国的道教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并立状态，而且在唐代密宗逐渐失传之后，虽然也曾纳

入某些密宗因素（如陀罗尼咒），但基本是显教的经典、义理和仪轨在流传。 那么，日本则一方面是显

教各派深刻地纳入密宗色彩，即前引黑田俊雄所谓的“显密体制”，另一方面是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

神道彼此交融，即所谓“神仏习合”（しんぶつしゅうごう）。
日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从古代以来就有种种神祇信仰，树木、石头、动物等精怪信仰深入人

心，而对于各种神祇的崇拜，同时也是日本皇族与贵族权力合法性或神圣性的来源。 从日本古代国家

形成的 ７ 世纪起，神祇信仰就已经郑重地被纳入国家制度（神祇令）。① 大化革新那一年（６４５）七月，
苏我石川麻吕上奏建议“神事优先”，在祭政一致的理念下，形成神祇官、太政官并列的体制，并且由

地方国司主持神社修理和祭祀举行。② 一直到镰仓幕府（１２３２）颁布的《御成败式目》（ごせいばいし
きもく，所谓“贞元式目”），仍然第一条规定幕府管辖下的地方，要“修理神社専祭祀事”，第二条才是

“修造寺塔勤行仏事等事”。③

因此，尽管从古代国家形成之时日本就引入了佛教，甚至佛教成为促成日本国家形成的重要因

素，④但神祇信仰（以及后来的神道）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日本书纪》在“用明天皇即位前纪”
中曾说，“天皇信佛法，尊神道”，自从古代日本国家形成以来，神佛并立作为国家神圣性的基础，也许

就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 到 １１ 世纪之后，日本佛教显密交错并吸收神祇信仰的趋向，更适应了

日本政治文化的需要。⑤ 由于日本本土极有影响的神祇崇拜，和从义理绵密的外来佛教结合，便出现

了最具古代日本宗教色彩的“神仏习合”。
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神佛习合”？ 就是佛寺里面供奉神，神社里面也有佛菩萨。 本来是日本土

产的神，可以被当作佛教的“天”，作为佛教护法神；本来是供奉天神的神社，也可以在旁边建立神宫

寺，供奉佛像与诵读佛经。 按照古代日本的说法，神道教就是佛教，佛的法身（本身）随时应机说法，
而神道的神灵就是佛或菩萨的化身（应身），像所谓比叡山的“山王”，就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垂迹）。⑥

在日本的古代与中世，正如前面所说，日本形成了王法和佛法互相依存、互相支持的传统。 因此，
既植根于本土传统神祇信仰（神佛习合），又拥有外来佛教超越性力量（显密交错）的佛教，就成为影

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天皇也罢，贵族也罢，他们都需要得到佛教的支持。 这使得佛教迅速进

入日本神圣文化的深层，并且很自然地成为支持政治权力神圣性的宗教力量，并在“镇护国家”的
口号下，成为日本政治合法性 ／神圣性的来源，它往往深入地和广泛地介入到日本的各种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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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古代日本有关神祇令的内容中，包括（１）每年朝廷对于各种神祇的例行祭祀；（２）天皇即位时的神祇祭祀仪礼（大
尝祭，践祚大嘗祭，だいじょうさい或おおなめまつり）；（３）官方对神祇祭祀的管理制度与职官设置；（４）负责官
方举行的除罪消灾大祓；（５）官方神社的经营管理等等。
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神道事典》，东京：弘文堂，２０１３ 年，第 ８ 页。
黑田俊雄：《日本宗教史上の“神道”》，见《王法と仏法》，第 １０１ 页。
井上光贞把日本古代国家形成时代的佛教，称为“国家佛教”，见井上氏：《日本古代の国家と仏教》，东京：岩波书
店，１９７１ 年；石母田正则认为，佛教帮助天皇以“国家内的权力”塑造“国家外的权威”，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古
代史概说》，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６２ 年；《日本古代国家论》第一部《国家と行基と人民》，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３ 年。
黑田俊雄：《王法と仏法》，第 ３３ 页以下。
义江彰夫：《神仏习合》，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６ 年。



争斗中。① 然而，中国佛教也罢，道教也罢，各自守住自己的风格，困守于各自的寺观，虽然也参与世

俗社会的事务，但无法进入政治顶层，正如宋孝宗所说，“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教治身”，大体上处

理的只是身心，在政治上不过是皇权与儒学的附庸。
第三，檀家制度与本末寺制。
这恐怕是日本佛教与世俗社会形成极其紧密的联系，甚至渗透到上到贵族下到平民社会的最重

要因素。 １４ 世纪以后，净土、净土真宗、曹洞、日莲等新佛教各自形成大规模的有力量的教团，其中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由于皇族或贵族出家成为僧侣，一方面由于“檀家制度”使佛教与社会产生

紧密联系。 日本历史上，上至皇室（如京都真言宗的泉涌寺）、德川将军（如江户净土宗的增上寺），下
至一般民众，都算是某个寺院的信众，这个寺院就是他的另一个“归宿”，家族死后的墓地、葬式、祷念

都由这个寺院负责，这就是檀家制度（或“寺檀制度”）。 中国佛教则不同，虽然中国佛教也有社会上

的供养人与某寺院的密切关系，僧侣也为世俗的丧葬做法事，但寺院与民众并没有固定的“从属”和
“名分”。 加上中国深入社会基层的郡县制，官僚代表皇帝直接掌控着地方民众，而宋代之后儒家作

为主流意识形态，更是极为重视家族的重要性，强调土葬与墓地，形成正统的儒家葬礼（如《朱子家

礼》），剥夺了佛教对于普通民众身后世界的管理权力，这就使得传统日本与中国的佛教，在社会中的

渗透和管控能力差异很大。
正如日本学者指出，很多日本地方寺院之形成，往往是地方有力量的武士们在住宅中设立“持

庵”（持佛堂），或地域社会共同进行宗教活动建立的惣堂（そうとう），这些也就成了一些僧侣修行之

所。 根据这个僧侣的从属宗派，这些寺院与这个宗派的本山结成“本寺”和“末寺”的关系，这些寺院

与地方民众联系密切，庞大的堂舍、庄园、末寺以及众多的信徒，②又使得日本佛教从上到下，从本到

末形成树形结构，产生巨大的力量。③ 前面我们提到扛着神舆到御所闹事，使得天皇也头痛不已的

“山法师”，比叡山延历寺庞大的僧兵（恶僧）、石山本愿寺一呼百应的一向一揆，都是传统日本佛教才

有，而古代中国佛教从来没有的特色。④

第四，参与国家外交与文化事务。
这一点，我想简单提及即可。 众所周知，早期日本来华（或朝鲜）人众里，僧侣占了很大的比例，

如唐代的道昭、道慈、玄昉、灵仙、惠萼、最澄、空海、円仁、円珍以及宋代的奝然、寂照、成寻等，不过，唐
宋时代的僧人承担的主要是学习佛教回国传法的责任。 但在中世之后，由于日本面向的国际圈，主要

是西边使用汉文作为外交语言的中国与朝鲜，因此，无论在情报收集、国情分析，还是在外交往来方

面，精通典雅汉文的禅僧，自然就成为国家外交与文化事务的重要人物。
以 １４ 世纪至 １７ 世纪为例，日本赴明朝的使节，从明代初期的祖来（１３７１）、闻溪円宣（１３７４）、坚

中圭密（１４０３）、明室梵亮（１４０４）、龙室道渊（１４３２）、东洋允澎（１４５３），一直到明代嘉靖年间的策彦周

良，都是来自禅寺的僧人；而作为官方朝贡往来交通工具的，也不少是相国寺、天龙寺、圣福寺、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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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①

②
③

④

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中说，“佛教作为世界宗教，本来从海外传来，是为了彻底的、超越的信仰，但是，由于‘镇
护国家’的传统，它已经从‘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始佛教要素那里变质了”。 但实际上即使在中国，佛教也与政治
分不开，正如道安所说的“不依国主法事难立”。 第 ７５—７６ 页。
黑田俊雄：《王法と仏法》，第 ３８ 页。
尾藤正英指出，“檀家制度”和“本末制度”，一般认为是德川时代锁国之后的宗教统治政策，但根据竹田听洲的研
究，８０％以上的民间寺院是宽永二十年（１６４３）以前就形成的，可见这两个制度不是权力或人为的，而是渐渐自然
形成的，江户时代只是利用这种自然趋势加以规定而已。 参见《日本文化の历史》，第 １２９ 页）。
当然，这种庞大的宗教势力之形成，也和日本古代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远远不如传统中国有关。 参见中篇
《封建与郡县》。



院、三十三间堂的船只；①至于国家的外交文书，也往往是由禅僧们起草。② 特别可以提到的是，如今

留下有关日本与明朝外交往来最重要资料的《入明记》《初渡集》《再渡集》的使者，笑云瑞（しょう
うん ずいきん，１４５１—１４５４ 年遣明使）和策彦周良（さくげん しゅうりょう，１５３９ 年及 １５４８ 年遣明

使），都是日本禅宗僧人，前者曾是相国寺、南禅寺的住持，后者是天龙寺妙智院的第三世院主。 禅宗

僧人们往往熟悉东亚诸国的情况，也很擅长周旋与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比如朝鲜世宗即位元年

（１４１９），也就是明朝永乐十七年或日本应永二十六年，当朝鲜与日本发生所谓“应永外寇”（朝鲜称为

“己亥东征”）的对马之战，同时明朝也对日本倭寇也获得望海埚海战胜利，形势对日本相当不利，日
本处于比较危急的时刻，九州禅僧无涯亮倪（むがい りようげい）就以他的经验和智慧，借着访求七

千卷大藏经的名义，亲赴朝鲜，表示要“使此邦之人，永结胜缘”。③ 并在仁政殿朝贺时，他特意赋诗一

首：“广拓山川归禹贡，高悬日月揭尧天；圣朝何以酬皇化，端拱三呼万万年”。 这使得朝鲜国王非常

高兴，表示要“两国通好永坚无逾”。④ 这才使得东亚这一危机得到缓解。
可是，和日本不同，秦汉之后郡县制与官僚制的中国，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绝对只能是“方外”，

完全没有参与国家外交与文化事务的机会。
（四） 怎样走出中世纪？ 近代过程中日本与中国宗教的位置

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影响历史变化的重要因素，更是决定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的一个

变量。 拥有长久历史和宗教传统的区域，王权与神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往往影响到这一区域“走出中

世纪”的不同路向。 如果我们看欧洲、日本与中国，似乎从近代早期王权与神权的冲突激烈程度上，
可以大致上区分出三种不同类型。

首先我们看欧洲。 在中世纪，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势力很大，它不仅控制了神圣领域，掌
管着信仰者的精神世界，而且控制了政治领域，掌管着世俗的政治生活。 原本罗马皇帝“就像统治国

家一样，成了教会的最高主宰……这种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的现象，被视为理所当然”。 但在中世

纪，受到奥古斯丁《论上帝之城》的影响，教会逐渐独立，甚至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世俗国王需要有

教皇的加冕，这种加冕被解释为 “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的象征”。 格雷戈里七世 （ Ｓａｎｃｔｕｓ
Ｇｒｅｇｏｒｉｕｓ ＰＰ． ＶＩＩ，１０２０—１０８５）更把教会高于国家的原则发展到顶点，认为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不
仅在教会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超过任何世俗国王，因此有权废黜不服从教会的君主。 到了英诺

森三世（Ｉｎｏｃｅｎｃｉｏ ＩＩＩ，１１６１—１２１６）时期，教皇的权力达到顶峰，他认为教皇有权决定诸侯选出的国王

是否合法，并且在候选人有争议的时候进行裁决。 后来的卜尼法斯八世（Ｂｏｎｉｆａｃｅ Ⅷ，约 １２３５—１３０３）
在 １３０２ 年甚至发出《一圣通谕》，正式规定教会高于一切世俗权力，基督的两把剑（《路加福音》第 ２２
章 ３８ 节）都赋予教会，即宗教管理与世间管理，并说一把剑是给教会使用的，一把剑是为教会（世俗

统治者按照教会旨意）使用的。⑤ 这就导致了神权与王权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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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田中健夫指出，１５ 世纪初，足利义满开始对明外交后，在一个半世纪中，有记载的共有 １９ 次遣明船（第 １５３ 页）。
虽然中间也有足利义持等将军的政策变化，但是从第一次（建文三年，１４０１）正使祖阿带领使团前往，到第十九次
（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策彦周良率大内船前往（两年后回国），其中，日本的正使多是禅僧，如坚中圭密（四次出
使，１４０３，１４０７，１４０８，１４１０）、明室梵亮（１４０４）、龙室道渊（１４３３）、恕中中誓（１４３５）、东洋允澎（１４５３，这一次同行者
有笑云瑞圻）、天与清启（１４６８）、竺芳妙茂（１４７７）、了庵桂悟（１５１１）等。 见田中健夫：《中世对外关系史》，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７５ 年，第四章，第 １５３—１５４ 页。
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看村井章介等编：《日明关系史研究入门》，东京：勉诚出版，２０１５ 年；特别是第一部《总
论》中的“各论”２：“唐宋元に渡った僧侣たちと入明僧”，第 ７５ 页以下；第四部《总说》中的“各论”２：“五山僧
と教养”。
《李朝实录·世宗》“世宗元年十二月丁亥”。
《李朝实录·世宗》“世宗二年正月乙巳”。
Ｇ．Ｆ．穆尔：《基督教简史》，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６１—１７３ 页。



众所周知，１６ 世纪之后，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贪婪和腐败，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８３—１５４６）
约翰·加尔文（Ｊｏｈｎ Ｃａｌｖｉ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先后推动的新教改革，这一宗教改革，不仅导致了逐渐生长的新

教社会，与总是试图控制天下的罗马天主教社会之间的频繁战争，比如 １５６２—１５９８ 年的法国战争，１５８８
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对英国的海上战争，１５６７ 年荷兰反抗西班牙领主的斗争，特别是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 年的

“三十年战争”。 在这种政治与宗教复杂交错的战争中，欧洲各国王权逐渐得到加强，逐渐挣脱了罗马教

会的控制，形成强大的主权国家。 可以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欧洲终于“走出中世纪”，形成现

代国际秩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世俗王权摆脱神圣教权的激烈历程。
其次我们看日本。 在日本，由于传统“公家”“武家”“寺家”的三足鼎立，王权与神权的决裂并没有

那么激烈，相对来说是一个渐进与温和的过程。 不少学者都看到，在江户时代初期也就是 １７ 世纪初，由
于幕府将军面对很多棘手的政治、文化与思想问题，①其实，曾经很有意识地对宗教进行遏制。 从织田

信长到德川家康都是如此。 比如 １６２７ 年发生的“紫衣事件”和泽庵宗彭（たくあん そうほう，１５７３—
１６４５）的放逐，就是幕府借故对后水尾天皇（１５９６—１６８０）及佛教的钳制；②１６６５ 年幕府更颁布《诸宗寺院

法度》（即所谓“九カ条”）和《诸社祢宜神主法度》，对佛教与神道宗门之下的民众与檀家加以清点，这显然

也是对寺家权力的控制，这也是一些日本史学者认为，江户时代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近代”的原因之一。
以佛教为例，正如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中所说，日本佛教由于“本地垂迹”说，与日本原来的神

祇“习合”，在战国以前，出现法然、亲鸾、日莲等的法难，以及北陆、三河的“一向一揆”，加上比叡山和

石山本愿寺与织田信长等政治权力的激烈对抗。 但是，“到了德川时代，寺社逐渐被剥夺了完全自主

的势力基础，并且被放置在寺社奉行的控制下，成为行政机构之末端之后，它与世俗政权对抗，争夺人

们的忠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已经完全没有了”。③ 不过尽管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寺家”还是很

有势力，江户时代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佛教，而是仍然延续了古代、中世的宗教政策，把佛教当做“国
教”，所以佛教势力仍然相当厉害。 但江户时代的佛教的确在衰落之中，正如辻善之助、家永三郎等

学者指出的，④它面临三方面的困境：第一是不得不面对逐渐崛起的国学与神道，国学与神道发掘日

本本土文化资源，以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为号召，通过解释古典，形成了强大的思潮；第二是不得不面

对强大的德川幕藩体制，从织田信长以来，幕府就对宗教怀有警惕，江户初期天主教的星火燎原，更让

幕府决心对宗教加以控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幕藩体制下，宗教只能逐渐臣服；第三则不得不面对佛

教内部的弊病，自从镰仓新佛教兴起之后，除了清初从中国传来的黄檗宗之外，佛教并没有太多的自

我更新和自我整饬，相反由于权力而腐败，甚至引起社会的反感。⑤

·７３·

葛兆光：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①

②

③
④

⑤

渡边浩认为，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家面对的日本问题，有（１）封建、天皇、将军，（２）华夷之辩，（３）神道，（４）仁政，
（５）君臣关系，（６）革命，（７）修己治人，等等，而这些问题与中国面临的问题相当不同。 参见渡边浩：《日本德川时
代初期朱子学的蜕变》，第 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４ 页。 另外，可以参见渡边浩：《近世日本社会と宋学》，东京：东京大学出
版会，１９８５ 年、１９９６ 年。 和渡边浩稍有不同的是安丸良夫，他看出丸山真男把思想史的注意力集中在精英知识分
子和有系统的思维方法上，于是有意识地提倡“民众思想史”，这也是从另一方面对丸山思想史学的纠正，后来桂
岛宣弘的《幕末民众思想の研究》（文理阁，１９９２ 年）也是这一思路的实践者。
“紫衣事件”，天皇对德高望重的僧侣赐予紫衣，是一种来自中国传统的习惯，１６２７ 年，后水尾天皇无视幕府《禁中
并公家诸法度》，敕许授予大德寺、妙心寺僧人紫衣，幕府便于 １６２９ 年将大德寺泽庵宗彭以流罪，放逐到出羽国。
这就是所谓“紫衣事件”。
丸山真男：《忠诚と反逆》，第 ７５—７６ 页。
江户佛教史的研究者指出，在整个江户时代，儒学与神道出现了不少有创见有影响的学者，而佛教却很少有富于
创新勇于变革的僧侣。 参见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研究》第四卷《日本仏教史之研究·续篇下》，东京：岩波书
店，１９８４ 年；年家永三郎：《日本の近代化と仏教》，见《讲座近代仏教》第二卷《历史编》，京都：法藏馆，１９６１ 年。
辻善之助《日本仏教史之研究·续篇下》认为，佛教的堕落表现在（１）禁止新变，党同伐异（如净土宗与本愿寺净
土真宗之间，东西本愿寺之间）；（２）檀家制度使得寺院藩镇化贵族化；（３）本末寺和僧侣阶级制度，使得近世佛教
日益衰落。 第 ２７ 页。 而家永三郎《日本の近代化と仏教》则认为，佛教在江户时代的“国教化”，既确立了佛教的
地位，也导致了佛教的腐化堕落，寺院的功能转向葬式、追善、盂兰盆等仪式性，例如铁眼的《假名法语》和白隐的
通俗谣谚，都在维护统治，鼓吹封建。 第 １０—１１ 页。



然而，王权遏制佛教的神权，建立集权国家的过程，在日本不仅相当缓慢，而且要借用神道的资源。
这一大趋势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之初，由于面对西潮来袭，急需建立集权国家，这才逐渐激烈化，终于出

现了“祭政一致”和“神佛判然”。① 明治元年（１８６８）三月十三日，明治政府宣布，由神社神职为国家宗教

行政官，排除佛教僧侣的参与，佛教失去了江户时代的国教地位，这就是“祭政一致”；半个月之后的三月

二十八日，政府又宣布，废除佛教化的神灵和菩萨，并且把佛像移出神社，这就废除了长久以来的“神佛

习合”传统，这就是“神佛判然”。 到了明治三年（１８７０）一月三日，官方更宣布“祭政一致，亿兆同心”，以
神道教为国家之教，并且“以神道化万民”，甚至还以神道教的神职人员担任兼任地方官员。 这一年的五

月，又把天皇皇宫中的佛像和佛具移到泉涌寺，表示与佛教划清界限。② 显然，明治日本是在排除外来

佛教的前提下，借助本土神道重新塑造王权的神圣性，建立集权国家以推动现代化转型。③
再看中国。 与欧洲和日本都不一样，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宗教始终臣服于

政治，因此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动中，宗教是很不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晚清中国遭逢“两千年未有之

巨变”之时，宗教已经衰落不堪。 以佛教为例，当时佛教代表人物寄禅（释敬安，１８５１—１９１２）在光绪

五年（１８７９）就曾叹息，“迩来秋末，宗风寥落，有不忍言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他再一次叹息，“嘉道而还，禅河渐涸，法幢将摧；咸同之际，鱼山辍梵，狮座蒙尘”。④ 因此，在中国走

向近代的过程中，似乎宗教（也包括更加衰落的道教）是一个不必考虑的因素，换句话说，在近代中

国，宗教既不是推动维新的助力，也不是阻挡变革的障碍。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宗教的作用，晚清知识人也看到西方基督教和日本佛教的影响，他们

也曾误以为西洋和东洋是因为有宗教，才鼓舞了人心刺激了精神，使得国家富强走向近代。 但他们却

采取了另外的两个策略：一个策略是，在文化上把佛教道教当作近代化过程中应当抛弃的糟粕，而在

经济上把佛教道教当作可以榨取以襄助近代化的资源。 在康有为和张之洞等人的倡议下，晚清官方

倡导的“庙产兴学”，比起日本“祭政一致”和“神佛判然”，对佛教的打击一点儿也不小，它导致了中

国佛教教团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大窘境。⑤ 更为重要的另一个策略，则是试图把作为帝国政治意识

形态的传统儒家学说转化为“宗教”，以便现代转型中的中华帝国也有宗教作为信仰支柱和认同基

础。 像宋恕就说，“图拯神州，不必改教也，复教而已。 海东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山鹿义矩、物茂

卿诸子倡排洛闽之伪教，以复洙泗之真教也，海西之所以臻此文明者，由有味格力弗、路德、束盈黎、菲

·８３·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末木文美士指出，“明治维新之中，巨大原动力神道民族主义结合尊王攘夷运动，对佛教进行排斥。 因此，当初采
取复古主义政策的明治政府编发出‘神佛判然令’，把神社从佛教的支配下独立出来，因而引发民间的‘废仏毁
释’运动，佛教因此受到极大的打击”，见末木文美士：《近代日本の国家と佛教》，《他者·死者たちの近代》，《近
代日本の思想·再考Ⅲ》，东京：トランスビュ—，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１—２２ 页。
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参看宫本正尊《明治仏教の思潮》，东京：佼成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
所以，明治六年（１８７３ 年）专程赴北京的日本僧人小栗棲香顶才对中国僧人本然说，“方今日本，佛法外盛，內则大
衰”。 见小栗棲香顶：《北京说话》，陈继东《１８７３ 年における日本僧の北京日记》附录，《国际教育研究》第 ２０ 号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东京：东京学艺大学，第 ２３ 页。
《八指头陀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４４７、４７１ 页。
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五月二十二日，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向光绪皇帝提出，希望“改诸庙
为学堂”。 他说，他的家乡广东，“乡必有数庙，庙必有公产”，因而建议“改诸庙为学堂，以公产为公费”。 按照康
有为的说法，这是“上法三代，旁采西例”，既有祖宗的传统，又有列强的证明。 见《杰士上书汇录》，黄同明等编：
《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又见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戊戌变法（二）》，上海：
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 年，第 ２２１ 页。 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第 ７７１—７７２ 页。 半个月之后，张之洞通过黄绍箕给光绪皇帝呈上他的《劝学篇》，其中《设学第三》中也
说到，现在西洋基督教在中国风行一时，佛教与道教十分衰落，要抵抗基督教的影响，应当加强学校教育，而缺乏
资金的学校，“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 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
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 他的建议是，第一，寺庙的十分之七改为
学校；第二，寺庙田产等十分之七以供学堂；第三，使用庙产总额呈报朝廷，给予嘉奖，不愿受奖之僧道，可以移奖
其亲为官。 据徐致祥等《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１９８７ 年）载上谕，说《劝
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 第 ３０９２９ 页。



立麦兰敦诸子倡排教皇之伪教，以复基督之真教也。 东西之事，复教之明效也”。①
康有为、张之洞等人的建立“孔教”说，大体上也是这一思路。②
（五） 不是结论的结论：中日政治文化中的政教关系基因

有些政治文化的传统，表面上未必会在当时直接改变历史走向，不过，它就像基因一样，终究会潜

移默化地渗透到历史之中，给后来试图改变现状的人很多暗示，甚至直接影响了历史选择。
前面，我们讨论了走向近代过程中，欧洲、日本与中国宗教和政治关系的不同进路，那么，这一政

治文化上的异同，将怎样影响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变化呢？ 这一问题太大太复杂，不仅涉及各国走

向近代的路径选择，政治合法性的依据，精神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合，甚至影响到走向近代之后国家

与文明的建设，这里无法细说。 其中，我特别关注的是，它对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影响，下面想

用最简单的方式概括我粗浅的看法———
如果说，欧洲走出中世纪是把政治与宗教剥离，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是国王把教皇赶回梵蒂冈，

把主教们关在教堂中，使得宗教逐渐转向超越领域，处理人的精神世界而不再干预世俗政治。 而世俗

政治的合法性，则是通过近代民主制度获得，但不再有超越和神圣意味。 那么，日本却不太一样，如果

说欧洲走的道路是趋向“民治”，那么，日本仍然试图保存“神治”。 水林彪曾经有一段议论很值得注

意，关于明治日本的近代转型，他追问，在中世以后幕府压倒性统治下的国家体制中，为什么天皇权威

仍然存在，而且在明治时代重新复活？ 近代天皇制的根据和实质，究竟是什么？ 他说，日本的天皇权威

历史以来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作为咒术性大祭司的天皇，一是作为世俗君主的天皇制，原本，这两个

权威原本在战国时期都坠落了，但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统一权力，却让它‘复活’了，因为

他们试图借助它实现集权，推动国家建设，因此仍然让天皇作为‘法制权威’和‘神之权威’的象征”。③
正是因为江户时代国学与神道的兴盛（包括水户学），明治日本天皇集权的合法性，就得到神代史、神道

教与国学家们的支持，在日本近代转型过程中，天皇身上的神圣性或合法性权力从“镇护国家”的佛教寺

院大门中走出来，又走进神秘而悠久的“神道”的神社大门，这是与近代欧洲很不一样的政教关系。
然而，近代中国又更不同，如果说欧洲政治合法性有如“民治”、日本政治合法性还有“神治”，那

么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则要依赖“德治”。 正如前面所说，晚清民初中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并没有影

响力（晚清民初唯有知识人中的居士佛学有所复兴），康有为等人试图仿照欧洲和日本重新建立的

“孔教”也并没有成功（当时即没有成功，后来尤其到五四，甚至遭到彻底批判），因此，除了初期“驱逐

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族民族主义支持下的“改朝换代”之外，新建立的共和制国家，为了维护“五族共

和”，只能抛弃汉族民族主义，转而以“革命”“进步”“统一”“中华民族”之类政治道德口号来建构自己的

合法性，这就导致了推翻了大清帝国的新政权，既没有传统宗教资源对合法性的支持（神意），又缺乏现

代的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民意）。 特别是，由于上篇中所说的“汤武革命”这一传统的影响，革命之后

的新政权只能依赖道德、正义和变革等口号，来切断与“前朝”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因而，支持它正当性的

政治资源中，既没有日本宗教与历史带来的那种传统神圣性，也没有欧美《大宪章》《独立宣言》《人权宣

言》等所构建的现代自由民主，倒是形成后来所谓“主义”的时代，只能依赖“主义”来支持政治合法性。

（责任编辑：温方方）

·９３·

葛兆光：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①
②

③

宋恕：《致夏穗卿书》，见《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 ５２８ 页。
如 １８９８ 年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祠折》，见麦仲华编：《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宣统
三年，１９１１ 年，刊本）。 但有人认为，这篇东西是后来的伪作，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专刊第 ５４ 种，１９７０ 年）中的讨论。 又，荣庆、张之洞和张百熙厘定的《学务纲要》，见舒新城编：《中国近
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６１ 年， 第 ２０２—２０３ 页。
水林彪：《幕藩体制における公仪と朝廷———统一权力形成期の天皇制复活の论理》，见《日本の社会史》第三卷
《权威と支配》，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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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Ｇｅ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ａｒｔ，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Ｗｕ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ｂｒｏｋｅｎ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Ｌｉｎｅ”（万世

一系）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ａｌｓｏ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ｌｅｄ ｂｙ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ａｒｔ，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ｙ⁃Ｃｏｕｎ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ｙ⁃ｃｏｕｎ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ｋｅ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ｋｅ ｃａｐｉｌｌａ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Ｊａｐａｎ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Ｒｉｔｓｕｒｙō Ｓｔａｔｅ ／律令制国家）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Ｋｕｇｅ（公家） ａｎｄ Ｂｕｋｅ（武家）， ｙｅｔ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ｖａｓｓａｌ⁃ｌｉｋ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Ｔｈｉ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 ｗ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ｐａｒｔ，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ｈｉｎｔｏ ／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ｕｓｔ ａｎｄ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ｅｖａｉｌ，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ａｏｉｓｍ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ｈ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Ｊｉｋｅ （寺家）， 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ｆｏｒ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ｗａｒｄｓ， ｉｔ ｍａ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ａ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Ｈｅｆｅｎ”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ｓ Ｌｉｆｅ Ｇｕａｎ Ａｉｈ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ａｎｇ Ｔｏｎｇ ｔａｕｇｈｔ Ｈｅｆｅ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ｄ ｄｏｕｂｔ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 ' 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Ｏｎ Ｈａｎ Ｙｕ”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９５４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ｎｇ Ｔｏ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 Ｙｕ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Ｈｅｆｅｎ”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ｓ ｌｉｆｅ． 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ｔｈ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ｉｎ Ｈｅｆｅｎ”：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ｆｌｅｅｉｎｇ ｔｏ ｒｕｎ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 ｂｌｉ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 ｈａｄ ａ ｇｏｏｄ 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ｅｄｅｒ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ｏ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 ｌｉｆ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ｔａｌ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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